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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冷戰期間美國「文化展演計畫」支持下的波士頓交響

樂團 1960年臺灣之行為例，探討該展演計畫的跨國運作、面對

意外事件的多方應變、對於臺灣社會的影響、不同背景的聽眾個

人反應與他們因此產生的積極行動力。本文檢驗了大量的檔案

文件、報紙紀錄，分析了音樂會曲目之安排與聽眾反應，建立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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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訊流動及人的連結網路。本文以臺灣作為例子指出，美國在

冷戰期間外派的古典音樂家或是給予的古典音樂資源，可以視

作一種「音樂美援」。而承認這份音樂援助的存在，不僅複雜化

我們對二十世紀後半臺灣本地古典音樂文化其來源和影響的認

知，也進一步促進對冷戰框架下文化生產模式的整體反思。 

 

關鍵詞：文化展演計畫、冷戰與音樂、波士頓交響樂團、遠東音樂

社、音樂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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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間，臺灣多家媒體相繼報導美國波士頓

交響樂團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BSO) 預計於 2020 年來臺

演出。《自由時報》和《中國時報》強調了此行「睽違 60 年」(陳

昱勳，2019) 和「盼了 60 年」(李欣恬，2019) 的重要意義。惟樂

團計畫原定於 2020 年 2 月於臺北國家音樂廳舉行之演出，最終因

新冠疫情的爆發與迅速擴散而宣告取消，其原定亞洲巡演亦隨之中

止。儘管演出未能成行，媒體以「60 年前」為宣傳主軸的說法，亦

即指涉 1960 年波士頓交響樂團於臺北舉辦的兩場音樂會，激起筆

者對於當年歷史情境的進一步關注與探究。 

尤其，當時波士頓交響樂團之海外巡演並非純粹的藝術交流或

商演，而是與美國於冷戰期間推動之文化外交策略密切相關。1963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下設「國際組織與運動小組委

員會」(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ove-

ments) 所舉行之「贏得冷戰」(Winning the Cold War) 聽證會期

間，引述了美國總統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在 1956 年致

函波士頓交響樂團總裁卡博特 (Henry B. Cabot) 之感謝詞，足見

此類文化輸出的特殊地位： 

波士頓交響樂團最近歐洲巡演的報導令我深感欣慰。每當像波

士頓交響樂團男女音樂家這樣傑出的美國人，將他們的才華展

現給其他國家的人民時，國際理解的事業便得以推進。 

既然世人皆盼和平，各國人民就必須在各層面上彼此交流，共

同思索能夠讓我們逐步更了解彼此的方法。藝術家之間的交

流，正是強化世界友誼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貴團已親自證明了

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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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想補充說，很令人欣慰的是，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典型的美

國方式下蓬勃發展，仰賴私人贊助與公民的熱情支持。 

請代我向返國的貴團音樂家與傑出的指揮查爾斯．孟治 

[Charles Munch] 與皮耶．蒙特 [Pierre Monteux] 致以最誠

摯的歡迎，並接受我對此次卓越成果的恭賀。(Eisenhower, 

1963: 403) 

艾森豪在 1953 到 1961 年期間擔任美國總統，而上述的波士頓交

響樂團歐洲巡演發生於他任職的 1956 年間。艾森豪的感謝，不僅

彰顯出其對樂團演出的肯定，也傳達了他對於冷戰期間美國外交政

策目標達成之欣慰感。 

正如梅森 (John Mason) (1996: ix) 所言，冷戰的顯著特徵之

一在於意識形態之爭。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 (2017) 也指出：

「冷戰在其鼎盛時期構成了一種國際體系，也就是說，當時世界上

的主要強權都以某種與冷戰相關的方式來制定其外交政策」(1)，甚

至主導了國內事務的爭辯。在此脈絡下，音樂亦無法置身事外。法

斯勒－露西葉 (Danielle Fosler-Lussier) 以音樂在美國冷戰外交中

的角色為論述核心指出，蘇聯在冷戰期間常以宣傳質疑美國是否稱

得上是一個「有文化」(cultured) 或成熟的國家，是否具備領導西歐

盟邦之能力。面對此類挑戰，美國國務院遂積極部署文化外交，認

為應以展演「最高形式」(the highest forms) 的藝術作為回應。為了

回應這些質疑，古典音樂的展演遂成為一個「策略上的選擇」

(strategic choice) (Fosler-Lussier, 2015: 23)。 

美國於 1776 年建國，國家構成以來自歐洲的白人移民為主。

美國視歐洲古典音樂傳統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實屬合理。事實上，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依然有諸多著名歐洲音樂家為逃避戰亂

與迫害而永久移居並入籍美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來自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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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的荀貝格  (Arnold Schönberg) 與來自俄國的斯特拉溫斯基 

(Igor Stravinsky)。然而，冷戰格局下的新挑戰顯然在於，美國本土

所承繼的歐洲古典音樂傳統，必須在蘇聯的宣傳質疑之下展現出一

定程度上青出於藍之外的文化自信，或是展現某種自我的「美國

性」。上述的 1956 年波士頓交響樂團進行之歐洲巡演，演出地點

不僅涵蓋西歐與東歐，更突破性地包括蘇聯的列寧格勒與莫斯科，

使該團成為歷史上首支赴蘇聯巡演之美國交響樂團。該次巡演不僅

為波士頓交響樂團樹立重要的歷史里程碑，也成為其後於東亞巡演

中的宣傳亮點。南韓《東亞日報》於 1960 年 4 月報導該團即將到

訪時曾指出：「波士頓交響樂團亦是歷史上唯一從自由陣營出發拜

訪蘇聯的管弦樂團 (1956 年)」(「보스톤交響」，1960)。臺灣的《聯

合報》亦於同月以〈曾征服蘇俄的美國最著名樂團〉為標題，強調

該團在當時除了藝術性之外的冷戰特殊象徵地位  (「曾征服」，

1960)。 

波士頓交響樂團與冷戰期間美國政府的音樂文化外交間的聯

繫，是無庸置疑的。從研究冷戰期間韓國電影與美國文化關聯的學

者克萊恩 (Christina Klein) 角度來看，這種聯繫和文化資源的「流

動」(flow) 屬於特定機構「有意圖」(intentional) 引導的範疇 (Klein, 

2020: 6)。1 因此，本文試著提出以下的問題進行更細緻的探究：波

士頓交響樂團在冷戰期間 1960 年訪問臺灣時，美國政府文化外交

和展演計畫的意圖和運作為何？作為接待方，臺灣政府和民間對這

樣超過百人的大型交響樂團如何接應和反應？這場巡演對於臺灣

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持續性影響？面對美國官方設定的意圖，不同

背景的聽眾如何表達了不一的觀點和感受，而反映出哪些形式的審

 
1 以此克萊恩要區分的，是另一種來自美軍基地的、較不具官方意圖的冷戰文化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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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自由？他們怎麼把這些感受轉化成更積極的行動力量？超越這

些問題，我們如何能將美國在冷戰期間外派的古典音樂家當作一種

「音樂美援」，以重新看待二十世紀後半的古典音樂在臺灣的串流

和交纏？ 

貳、音樂學內的「冷戰與音樂」轉向、爭議與 

本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之學科脈絡與研究方法，奠基於 2000 年前後北

美音樂學界逐漸勃興的「冷戰與音樂」(Cold War and music) 研究

「轉向」。2 此一學術趨勢促使美國音樂學協會 (American Musi-

cological Society; AMS) 於 2006 年正式成立「冷戰與音樂研究群」

(Cold War and Music Study Group)，作為持續推動該議題之對話

平臺與研究資源中心。3 音樂學作為藝術與人文學科的一環，其傳

統訓練集中於對西方古典音樂作品的文本分析，並進一步探究音樂

理論、美學思想與這些作品之間的歷史關聯與演變。此一以古典音

樂作品與其背景歷史為研究核心的學科路徑，通常被更細分地界定

為「歷史音樂學」。如同「古典音樂」一詞中「古典」(classical) 所

暗示的「經典」與「不朽」的價值，傳統上展開討論的起點多集中

於知名音樂作品與作曲家。然而，隨著「冷戰與音樂」研究轉向的

 
2 本文認為該「轉向」發生在 2000 年前後，係因為雖然相關研究具體出版時間大多在

2000年之後，但是這個想法的醞釀顯然在一九九○年代就開始了。首先，柏林圍牆在

1989年倒塌和蘇聯在 1991年解體，引發了一連串冷戰結構中專制政權的瓦解，也使

得傳統「鐵幕」中的檔案得以開放，冷戰研究也開始有新的面貌 (Aldrich et al., 2000)。

此外，桑德斯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1999) 出版的《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

藝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裡面也多處

提及音樂，無疑也是推動「冷戰與音樂」研究興起的關鍵動力之一。 
3 這個研究群成立的歷程請見：https://ams-net.org/cw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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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愈來愈多音樂學者開始將作品及音樂家置於更廣泛的社會結

構和政治權力場域中加以考察。筆者曾親身參與 2022 年美國音樂

學會年會中「冷戰與音樂」主題場次，該場次每一篇論文引起的共

通提問皆為：「誰在幕後？」(who is behind the scene?) 這個一再

被提出的問題正凸顯出，北美「冷戰與音樂」研究群將關注焦點從

作品本身移向更為隱蔽的政治與權力網絡、受眾結構與社會文化操

演等層面。 

這類超出傳統作品分析的範疇觸及學科傳統機制的研究進路，

勢必在音樂學學科內部引發爭議與質疑。部分學者對此一偏離本學

科既有範式之方向表示抗拒，亦有人憂慮其方法論是否過於依賴社

會科學視角而削弱音樂本體的討論。因此，「冷戰與音樂」的研究

轉向實際上並非線性推進，而是經歷了一段曲折的學術爭辯與方法

論重構。下文將回顧此一研究轉向中的若干重要辯論、協商和問題，

並在最後說明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與分析路徑。 

根據音樂學者施梅爾茲 (Peter J. Schmelz) (2009: 5) 的調查，

冷戰與音樂研究的興起可追溯至布洛迪 (Martin Brody) 於 1993

年發表的論文〈大眾的音樂：米爾頓．巴比特的冷戰音樂理論〉

(“‘Music for the Masses’: Milton Babbitt’s Cold War Music The-

ory”)。布洛迪的「冷戰音樂理論」標誌著研究焦點的一項關鍵轉變，

亦即，由僅僅探討音樂作品與創作美學間的內在關聯，轉向關注歷

史中的政治偶然性，如何為特定音樂論述和實踐提供了正當性 

(Brody, 1993: 183)。此一轉向，一方面有以特定地理場域的音樂群

體為題的研究，例如凱若爾 (Mark Carroll) 2003 年的專書《冷戰

時期歐洲的音樂與意識形態》 (Music and Ideology in Cold War 

Europe) 或碧兒 (Amy C. Beal) 2006 年的專書《新音樂，新盟友：

從零時刻到統一，美國實驗音樂在西德的發展》(New Music,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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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es: American Experimental Music in West Germany from the 

Zero Hour to Reunification)；另一方面亦包括針對單一作曲家與冷

戰政治關係之個案探討，例如薛佛勒 (Anne C. Shreffler) 2005 年

的論文〈序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斯特拉溫斯基的《哀歌》與文化自

由大會〉 (“Ideologies of Serialism: Stravinsky’s Threni and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或法斯勒－露西葉 2007 年的專

書《分裂的音樂：巴爾托克的遺贈與冷戰文化》 (Music Divided: 

Bartók’s Legacy in Cold War Culture)。尤其後者聚焦於作曲家個人

的研究類型，反映出歷史音樂學學者從其傳統的研究對象出發，延

伸至冷戰脈絡下音樂與政治關聯的分析，而透露出的「轉向」軌跡。 

此一於 2000 年前後逐漸成形的研究趨勢，也促使大型西方音

樂史編纂計畫開始正視冷戰背景對音樂發展的深遠影響。特拉斯金 

(Richard Taruskin) (2005) 在其出版的六卷本鉅著《牛津西方音樂

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之第五冊《後二十世紀

音樂》(Music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中，以〈一個新時代〉

(“A New Age”) (1) 為題搭配一張核爆圖像開篇，隨即進入名為〈冷

戰〉(“Cold War”) 的章節 (6)。特拉斯金對冷戰時期西方音樂文化

的獨特觀察與批判，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他透過比較指出，

蘇聯在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對當代作曲家的公開迫害，無異於

西歐前衛音樂核心的達姆施塔特 (Darmstadt) 活動中，部分明星作

曲家壟斷創作方向的霸道作法 (22)。其二，他認為美國二十世紀作

曲家如卡特 (Elliott Carter) 的複雜音樂之所以在歐洲受到關注，乃

是冷戰氛圍下美國政府透過隱性文化政策所推動的結果  (293-

295)。換言之，當冷戰「西方」自詡為「自由陣營」，並批評蘇聯

干預藝術創作時，其本身亦透過如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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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 CIA，以下簡稱「中情局」) 等機構介入藝術領域，扶持所

謂「自由」的前衛音樂實踐。 

然而，特拉斯金的觀點也引發強烈反彈。音樂學家羅森 

(Charles Rosen) 於 2006 年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發表

書評，批評特拉斯金刻意將受尊崇的作曲家拉下神壇，並以「誰出

資贊助」(who paid for it) 這種過度簡化的邏輯重構音樂社會史，

忽略了對音樂本體意義的分析 (Rosen, 2006)。特拉斯金於 2009 年

撰文〈後記：未曾染血？〉(“Afterword: Nicht blutbefleckt?”) 回應

羅森，除了更明確點出美國作曲家卡特與冷戰政治氣候之間的聯繫

外，亦直指卡特的音樂作品在學界廣受推崇卻長期缺乏實際聽眾，

這個反差，正是冷戰文化權力運作的體現。他進一步批評羅森對卡

特的捍衛姿態，是冷戰時期「義務性背書」(obligatory endorsement) 

的延續，甚至將羅森的「所有文字著作」(literary output—all of it) 

形容為「冷戰宣傳」(Taruskin, 2009: 278-279)。 

這場論戰當然未就此止息。針對特拉斯金所稱的「冷戰宣傳」，

羅森隨即於 2011 年再度於《紐約時報》撰文反駁，指出特拉斯金

對冷戰期間美國中情局秘密資助文化活動的強烈憤慨情緒，使其自

願扮演起一位「吹哨者」(whistle-blower) 的角色 (Rosen, 2011)。

特拉斯金此後亦未退讓，他指出任何成功的藝術家職涯通常包含

「能力」、「企圖心」與「運氣」三個要素，但學術界長期以來只

將藝術「能力」視為可以討論的正當對象 (Taruskin, 2020: 221-

222)。這場激烈的公開筆仗所揭示的不僅是歷史音樂學在「冷戰與

音樂」研究轉向後引發的觀點歧異，更顯示出冷戰的文化研究在介

入二十世紀後半知名藝術家的貢獻以及來自政府的認可時，可能引

發的高度敏感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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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高調的公開論戰實屬罕見，然其中所牽涉的敏感性問題其

實向來潛伏於學術書寫與田野對話之中。例如，漢學家梅嘉樂 

(Barbara Mittler) 在其專書《危險的旋律：1949 年以來中國音樂在

香港、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 (Dangerous Tunes: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usic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49) 中提及，她在訪談多位華人作曲家

時，經常獲得「我不想在音樂中涉及政治」(Mittler, 1997: 37) 的

回應。王梅香 (2015: 3-4) 對臺灣文學場域的研究也顯示，當美國

資金介入的問題被提出時，曾親身參與相關活動的作家往往流露出

焦慮與抗拒。這些例證說明，研究者在處理冷戰期間政府資助與個

人實踐之間那片灰色地帶時，至今仍難以簡單地釐清其邊界與責

任。這些敏感性議題所引發的歷史記憶、情感投射與價值判準，仍

深深糾纏於我們對於「藝術自主性」與「政治影響」之間界線的理

解之中。 

因此，一項具啟發性的策略是將研究焦點從知名人物轉向非典

型名人，以此映射出一個新的認識。例如，薛佛勒在其 2003 年發

表的論文〈柏林圍牆：達爾豪斯、克內普勒與音樂史的意識形態〉

(“Berlin Walls: Dahlhaus, Knepler, and Ideologies of Music 

History”) 中即以冷戰時期柏林的地緣分裂為背景，對比東德音樂

學者克內普勒  (Georg Knepler) 與西德音樂學者達爾豪斯  (Carl 

Dahlhaus) 二人，在冷戰思維下如何發展出截然不同的音樂研究模

式與音樂史學理念。在她的分析中，克內普勒長期任職於東柏林，

深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主張音樂應被視為社會生產與再製關係

中的文化實踐，並強調其階級性與歷史結構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

達爾豪斯身處西柏林，主張音樂作品具有內在發展邏輯與自律性。

達爾豪斯的著作大量翻譯為英文，對二十世紀後半美國音樂學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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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遠影響，成為西德到北美音樂史學科經常性被引述的重要思想

資源。相比之下，身處東德的克內普勒著作鮮少被譯介至英語學界，

其以生產關係與階級分層為主軸的史觀，在英語學界的影響極為有

限。薛佛勒在結論指出，北美學界所吸收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經

法國轉介」的產物 (如 Jean-Paul Sartre, Jean-François Lyotard, Paul-

Michel Foucault, Jacques Lacan, Julia Kristeva 等等)，而非直接來

自德國 (Shreffler, 2003: 523)。換句話說，今日主流知識流動的曲

折，本身亦是冷戰格局影響的結果，提醒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並重繪

全球性知識的流通地圖。 

2010 年後，「冷戰與音樂」研究的代表性研究之一，當屬法斯

勒－露西葉的 2015 年專書《美國的冷戰外交中的音樂》(Music in 

America’s Cold War Diplomacy)。該書不僅涵蓋古典、爵士、流行

等多類音樂，更將「外交」視為多方關係網絡中資訊流動與意義建

構的結果。法斯勒－露西葉的研究方式和過往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

運用了大量的第一手官方和民間檔案資料。此外，她所分析的「外

交」也並非鐵板一塊般的官方政策和機制再現，而是一個美國政府

決策單位、美國駐外宣傳單位與執行單位、地主國官方單位、地主

國民間單位、地主國媒體與觀眾、美國音樂家、地主國音樂家等等，

互相連動的關係網絡。她假設出一個由外交角度來看的「資訊流動」

(information flow) (Fosler-Lussier, 2015: 6)；在這個外交網絡之中

由於每一個人身處的位置都不同，需求和想法也都不一樣，而使得

資訊的流動從單向變成多向。尤其是從冷戰時期為了爭取人心的效

果來看，為了要讓音樂的資訊或是音樂家的演出達到最佳的冷戰跨

國宣傳效果，縱使是美國政府的決策者，也必須考量到地方執行單

位或地主國官方或民眾的種種需求或是反應，來重新擬定音樂資訊

和演出的策略。因而，身處網路中各節點的角色，都具有其某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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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和能動性。法斯勒－露西葉雖然認為音樂能同時服務政治需求

和超越政治需求，而變成了美國冷戰外交的利器，但同時指出，一

般咸認為的美國「柔性權力」(soft power)，其實是一種「人的連結」

(human connections) (21)。換句話說，不只是音樂聲響的本身，也

是接收者對美國的感知、想像與接觸，決定了音樂作為外交工具的

實際影響力。 

以類似研究模式討論東亞地區情況的近來論文包括：卡蘭 

(Katie A. Callam) 與木本麻希子 (Makiko Kimoto) 等人於 2019 年

發表的期刊論文〈瑪麗亞．安德遜 1953 年日本巡演：一段跨國歷

史〉(“Marian Anderson’s 1953 Concert Tour of Japan: A Transna-

tional History”)。她們以多作者模式的優勢「尊重美日兩國各自相

關而又不同的方法論」(Callam et al., 2019: 268)，探討了非裔美國

女歌手安德遜在 1953 年的赴日演出情形；並少見地透過日本皇室

相關檔案的發掘，呈現安德遜赴日演出期間與天皇家庭互動的層面 

(290-299)。朴惠貞 (Hye-jung Park) (2021) 的論文〈談判一段不對

等的夥伴關係：韓國兒童合唱團 1954 年美國巡演與李承晚的外交

策略〉(“Negotiating an Unequal Partnership: The Korean Children’s 

Choir 1954 U.S. Tour and Syngman Rhee’s Diplomacy”)，和過往談

美國向外進行文化外交的角度相反，討論了一個南韓派兒童合唱團

去美國募款的案例。這個例子的特殊之處還在於，朴惠貞處理了一

個南韓和美國之間「不對等的夥伴關係」，且認為從南韓的角度來

看，弱勢者在國際現實政治夾縫中找機會的文化外交，並非強權施

展的「柔性權力」，而是「生存的策略」(Park, 2021: 242)。朴惠貞

指出的觀點，讓人想起羅森貝格 (Jonathan Rosenberg) (2015: 159) 

的論文〈美國的交響樂巡演與冷戰〉(“The United States’ Symphonic 

Tours and the Cold War”) 中在結尾點出的獨特呼籲，即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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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不能脫離「人」或「民族」的「情感」來討論。這些看法，打開

了一種在文化外交研究中考量國族和個人情緒的機會。承認不對等

的關係和情感在音樂中扮演的角色，使得冷戰與音樂的研究得以多

一份詮釋人性溫度和傷痛的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類似討論美國和亞洲之間文化外交的研究在過

去並非沒有，例如葛多爾德 (Victoria Phillips Geduld) 在 2010 年

的文章〈舞動外交：瑪莎．葛蘭姆與冷戰時期亞洲文化交流的奇特

商品，1955 年與 1974 年〉(“Dancing Diplomacy: Martha Graham 

and the Strange Commodity of Cold-War Cultural Exchange in 

Asia, 1955 and 1974”)。以今日的角度來看，該文的明顯缺陷是僅

僅依靠美國檔案紀錄的說詞，而完全沒有引用亞洲本地的觀點和報

導，造成該文僅能隨著官方的紀錄來「報喜」，並終結全文在葛蘭

姆藝術天才對亞洲造成的效果上 (Geduld, 2010: 71)。如此倚賴單

一文獻來源、並強調個人藝術天才影響力的論述取向，實際上忽略

了冷戰時期美國與亞洲之間文化交流雙向性與互動性的複雜關係。 

綜上所論，本文主要是借鑒了法斯勒－露西葉的方法，且進一

步補充了西方學者在處理與東亞之間跨國關係時往往忽略的東亞

第一手文獻和材料，並正視交流間不對等關係而產生的現實狀態。

尤其，本文探索的波士頓樂團訪臺演出，原並不在美國官方替樂團

規劃的「遠東」行程之中。原設定的第一站南韓首爾音樂會，因當

地「四一九革命」的爆發，而臨時將演出轉到臺灣。這個當時的「計

畫外」臺灣之行，恰能作為觀察多方行動者如何因應變局、進行協

調與即時反應的絕佳切入點，從而揭示冷戰時期文化外交實踐的不

確定性和權變性。透過這個意外事件，本研究納入更多非典型音樂

人物的記憶和計畫外突發事件引發的行動與抉擇，而回應當前冷戰

文化研究與音樂外交研究日益重視的動態視角。此舉不僅意在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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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冷戰文化研究和史觀中的既有線性或單一理解，亦回到音樂學

研究的學科內部，探索音樂在全球與臺灣流動時的各種資訊和人際

連結，開拓一條兼具多元性與有機再生性的音樂研究路徑，並期能

提供其他冷戰文藝研究參考。 

此外，本文標題中所指計畫外的「音樂美援」，旨在透過對波

士頓交響樂團訪臺個案的分析，延伸出對此一現象更為廣泛的省思

與詮釋。在臺灣學界，「美援」一詞通常專指美國於 1950 年至 1965

年間對臺灣提供的總額近 15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修格 (Wayne 

Robert Hugar) (2022: 302) 指出，該援助的核心目標在於協助臺灣

將原由國家主導的企業體系轉型為由私人資本經營、具有市場競爭

力的經濟體制，進而建構一套以自由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發展模式。

特別是在美國冷戰時期全球圍堵戰略的框架下，這項援助的關鍵目

標在於對世界展示一個成功的經濟轉型典範。修格又點出，美方期

待在臺灣促成的經濟轉型其實並沒有真正在「美援」期間落實 (卻

被如此宣傳)，而是直到一九六○年代末期方才逐漸顯現 (301)。值

得關注的是，本文讀者將在後續的段落中看到，這一由美方經濟性

「美援」所推動的從官方至民間的產業轉移典範，其實早已在 1960

年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臺音樂會的籌辦過程中，由臺灣本地「遠東音

樂社」的各種實際參與得到初步體現。這樣的成功經驗不屬於既定

的經濟「美援」計畫之內，可算是一種非計劃性的意外成效。要一

起考慮的是，本文於結論部分亦延伸討論其他美國音樂家來臺演出

與授課的案例，指出當時臺灣的音樂學生如何感到「受惠」，以及

美國學校與機構對臺灣的管弦樂團進行樂器捐贈的實例。本文綜此

進一步主張，在冷戰期間，美方派遣的古典音樂家及其所提供之多

元音樂資源，可視為「音樂美援」的展現。這些行動和資源屬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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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計畫之外」，從而為當前文化冷戰研究提供了重新思考研究

對象與分析尺度的可能性。 

參、1954年美國「文化展演計畫」的動機與 

目的 

如前所述，在冷戰意識形態對峙的背景下，蘇聯多次透過宣傳

質疑美國是否稱得上是一個足以領導西歐諸國的有文化的國家與

成熟的國家。作為回應，美國政府於 1954 年，即艾森豪總統上任

的第二年，啟動了「文化展演計畫」(Cultural Presentation Program，

以下簡稱「文展計畫」 )，該計畫由「總統國際事務緊急基金」

(President’s Emergency Fund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所資助，並

託付「美國國家劇場與學院」 (American National Theatre and 

Academy; ANTA，後簡稱「國家劇院」) 負責審核申請藝術家與團

體的展演內容。 

美國國務院委託國家劇院審理文展計畫的案件的原因，顯然是

由於國家劇院是當時美國「國會特許成立機構」 (Congressional 

Charter) 中，唯一致力於表演藝術的機構 (Roser, n.d.: [4])。在其

立案規章中，國家劇院要致力達成的目標之一是製作「最高類型」

(the highest type) (“An Act,” n.d.: [2]) 的演出。時任董事會主席的

道凌 (Robert Dowling) (n.d.) 表示，國家劇院和國務院合作「協助

我們國家最偉大、最具才華的表演藝術家在世界各地進行戲劇、歌

唱、舞蹈及音樂演出」([7])，目的是「促進國際社會對美國文化成

就有更好的理解」([7])。4 

 
4 這本名為《美國國家劇場與學院》(American National Theatre and Academy; ANTA) 

的手冊，具有精美的印刷品質及附帶吊飾等設計。由此判斷，其主要讀者應為該組

織的贊助會員；同時，手冊亦兼具展示組織成果、宣傳其文化貢獻，並藉此吸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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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劇院組織了一個音樂顧問小組 (Music Advisory Panel) 定

期召開會議，討論並遴選適合派遣出國演出的音樂團隊  (Fosler-

Lussier, 2015: 10)。根據音樂學者安瑟瑞 (Emily Abrams Ansari) 的

統計，於 1954 年至 1963 年之間的 10 年間，國務院透過文展計畫

所推薦的音樂類型中，古典音樂占比高達至少 79%，爵士樂約占

11%，其餘不足 10% 則由民謠、綜藝及其他音樂形式構成 (Ansari, 

2018: 43)。此一比例分布，與筆者對美國新聞處 (U.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以下簡稱美新處) 香港分處在 1952 年到 1970 年間

發行之雜誌《今日世界》(World Today) 中所呈現的音樂報導類型

分析結果相近。當時，古典音樂的相關報導在該刊物中持續占據

60%以上的絕對多數，爵士樂則以顯著差距位居其次 (沈雕龍，

2022: 248-249)。這些統計數據顯示，國家劇院所謂最高等級的展

演製作實際上與推廣西方古典音樂與其價值觀密切相關。時任音樂

顧問之一的伊斯曼音樂院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作曲家漢森 

(Howard Hanson)，甚至認為古典音樂有助於消除「『醜陋美國人』

的刻板印象——亦即美國人常被視為只關心財富與權力、嚼著口香

糖、言行粗魯喧鬧」(轉引自 Ansari, 2018: 43)。安瑟瑞以今日的角

度認為，這不過是漢森的一種偏見，以此利用這個顧問小組來強化

精英藝術形式的社會權力與文化地位 (43)。 

與此同時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冷戰期間，美國對外的音樂交流

活動並非僅限於文展計畫。國務院亦有一項名為「美國專家計畫」

(American Specialist Program) 的制度，選送美國各領域的傑出人士

赴海外從事學術與文化交流。這些被派遣的專家涵蓋政治家、記者、

 
會員加入的功能。手冊本身未標示出版日期，但根據其中列舉自 1946年至 1954年

10月間所舉辦的戲劇、音樂展演與論壇活動推斷，其出版時間應約為 1954年底或

1955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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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教育家、科學家與藝術家，音樂家亦包括在內  (Ansari, 

2009: 59-60)。美國專家計畫與文展計畫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此

類專家常透過課堂教學、講解式音樂會、與當地專業人員交流座談，

並融入當地社群，以協助籌劃各類文化建設，如創辦音樂會、設立

電臺或組織在地音樂團體等 (60)。換言之，美國專家計畫強調的是

技術支援與知識交流，其性質更接近教育合作與文化顧問；而文展

計畫則是由國務院透過國家劇院及其音樂顧問小組，精選具代表性

的優秀美國音樂家與表演團體，進行高水準的國際巡演，藉此彰顯

美國文化的藝術成就與全球形象。 

    文展計畫最關鍵的功能之一，在於透過國務院總統國際事務緊

急基金的支持，促成美國大型交響樂團赴海外巡迴演出，尤其是派

遣至戰後經濟仍在重建或正在新興的地區，例如臺灣。1955 年 6 月

來臺演出的「空中交響樂團」(Symphony of the Air) 便是典型案例 

(圖 1)，是歷史上首支來臺演出的西方交響樂團 (黃亭瑋，2012: 14-

21)。相較之下，1960 年 4 月訪臺的波士頓交響樂團則更具聲望。

該團創立於 1881 年，是所謂的美國「五大交響樂團」(Big Five) 之

一。5 一九五○年代，該團兩度 (1952, 1956) 奉派赴歐洲巡演，並

在 1956 年成為第一個在蘇聯演出的美國交響樂團。由此可見，波

士頓交響樂團是替美國建立「文化強國」形象的代表性樂團之一。

1960 年的波士頓交響樂團遠東之行，亦是在文展計畫支持下得以

展開。 

    這類巡演的演出內容，並非僅由藝術水準或外交需求單向決

定，而是經由一套制度化的評估與協商機制所形塑。透過檢視美國 

 
5 這個常在媒體中被宣傳的「五大」，分別為紐約愛樂 (1842年成立) 、波士頓交響樂

團 (1881年成立) 、芝加哥交響樂團 (1891年成立) 、費城管弦樂團 (1900年成立) 、

克里夫蘭管弦樂團 (1918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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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redit: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陳義雄先生捐贈。 

資料來源：「空中交響樂」(1955，筆者從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收到的電子檔

案)。  

 

圖 1 1955 年〈空中交響樂演奏會：指揮：約翰笙博士〉節目單封面

和第六頁 

 

國家劇院音樂顧問小組就此次巡演所進行的討論與所提出的建議，

可清楚看出，這類巡演是在審美判斷與外交意圖之間反覆權衡的結

果；其決策過程，正體現了冷戰文化外交中藝術性與政治性相互纏

繞的運作邏輯。 

肆、音樂專業性和美國代表性：音樂顧問小組 

會議紀錄中的波士頓交響樂團遠東之行 

文展計畫在 1954 年啟動同年，國家劇院委託的音樂顧問小組

即開始以每月一次的頻率定期召開會議，並留下每次開會的會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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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這些紀錄提供了寶貴的線索，讓我們得以窺見音樂顧問們所關

注的核心議題。整體而言，音樂顧問小組會議紀錄所呈現的重點集

中在兩項標準：一是音樂演出在藝術上的專業性，二是其是否足以

對外代表美國形象。兩者並置思考，便構成了音樂與外交間的關聯。  

音樂顧問小組首先處理的是指揮人選的國籍問題。國務院和國

家劇院特准音樂總監孟治維持法國籍，但其他隨行指揮則一定要具

有美國籍。如 1959 年 9 月 20 號的會議紀錄顯示，孟治原希望邀請

巴西籍指揮卡瓦洛 (Eleazar de Carvalho) 作為協同指揮，卻遭音樂

顧問小組質疑其非美國公民的身分而不是「正確人選」(the right 

person)，孟治因而轉向考慮邀請美國當代知名作曲家柯普蘭 

(Aaron Copland) 擔任隨團協同指揮。考量到文展計畫明文要求所

有外派團體演出必須涵蓋當代美國作曲家作品，音樂顧問小組原則

上支持此建議，且認為擅長詮釋經典曲目的孟治與美國當代著名作

曲家柯普蘭的組合具互補效果 (“Music,” 1959b: 3)。 

然而，縱使如柯普蘭這樣的知名人物，擔任協同指揮的提名亦

非一次就順利通過。1959 年 10 月 21 日的會議紀錄指出，儘管孟

治明確表示同意，音樂顧問小組仍要求柯普蘭提交可指揮的曲目清

單與合作過的管弦樂團名單，以利進一步審議 (“Music,” 1959c: 

6)。11 月 18 日的紀錄顯示，音樂顧問小組對柯普蘭的指揮專業性

仍存有疑慮。最終，音樂顧問小組認為，柯普蘭不適合擔任主要指

揮，但其國際聲望使其成為「絕佳的個人大使」(wonderful personal 

ambassador)。另因預算所限，無法同時支付三位指揮巡演費用，顧

問們建議改以「領袖專家計畫」(Leaders-Specialist Program) 的資

金來支應柯普蘭的費用 (“Music,” 1959d: 2-3)。直到 1959 年 12 月

16 日的會議中，顧問們才決定這次巡演讓波士頓交響樂團原來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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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波蘭裔美籍的博金 (Richard Burgin) 擔任協同指揮，柯普蘭

擔任客席指揮 (“Music,” 1959e: 2)。 

除了指揮人選，音樂顧問小組亦審核樂團要演出的曲目。1959

年 11 月 18 日的會議中，音樂顧問小組開始提醒樂團需慎選美國作

曲家的作品 (“Music,” 1959d: 2-3)。12 月 16 日紀錄顯示，樂團內

部尚未達成共識 (“Music,” 1959e: 2)。一直到 1960 年 1 月 20 日

的會議紀錄，才顯示孟治已提出六套曲目，而其中五套獲得顧問小

組通過。被否決的一套係因其缺乏一部「主要的美國作品」(“Music,” 

1960a: 4)。根據 1960 年 1 月 27 日國家劇院總經理施尼策 (Robert 

C. Schnitzer) 致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信函說明，被否決的曲目是巴伯 

(Samuel Barber) 的《醜聞學校》序曲 (overture to The School for 

Scandal)，因該曲時長僅七分鐘，而被認為不足以體現美國代表性 

(Schnitzer, 1960)。可見，國家劇院的音樂顧問們期待交響樂團要演

奏的「美國代表性」作品，還要在時間長度上表現出來。 

樂團最終依據音樂顧問小組建議調整曲目安排。1960 年 3 月

23 日，樂團經理培禮 (Thomas D. Perry Jr.) 致國務院官員並副本

給國家劇院的信中，列出了最終確定的六套巡演曲目，每套均納入

一位美國作曲家的作品，分別為皮斯頓 (Walter Piston)、巴伯、德

洛喬約 (Norman Dello Joio)、布萊克伍德 (Easley Blackwood)、克

爾希納 (Leon Kirchner) 和柯普蘭 (Perry, 1960)。根據安瑟瑞的研

究統計，波士頓交響樂團於 1955 到 1956 年的樂季在美國國內演

出美國作品僅占曲目總數的 5%，但 1956 年赴歐巡演時比例增至

28%，1960 年遠東與澳紐巡演時更高達 38%。安瑟瑞認為，柯普

蘭的參與是促使該比例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Ansari, 2018: 49)。此

一對比顯示，在文化外交框架下，美國樂團於海外演出美國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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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遠高於國內演出，可謂文展計畫對提升美國曲目在古典音樂中

能見度之實質影響。 

遠東之行的選曲過程中還出現是否該演出日本曲目的議題。一

份會議紀錄檔案中的附帶文件〈重要──請仔細閱讀〉(“Important—

Please Read Carefully”) 強調到，為了讓出訪的美國音樂家能在國

外贏得更多的好感，敦請顧問們「強烈建議」美國音樂家演奏接待

國當地的代表性音樂 (“Important,” n.d.: [1])。然而，波士頓交響樂

團團方對於演出一位日本作曲家的作品，表達了相當保留的態度。

1959 年 11 月 18 日會議中，音樂顧問小組希望孟治能演出一首日

本 作 曲 家 的 作 品 ， 甚 至 有 顧 問 自 信 能 提 供 相 關 建 議 與 諮 詢 

(“Music,” 1959d: 3)。針對音樂顧問小組的敦促，波士頓交響樂團

經理培禮致函說明團內的顧慮： 

我們的一般印象是，亞洲音樂大致可以分為三類：[1] 西方作

曲家依據他們對東方的想像，所創作的模仿或印象派風格的音

樂，如《蝴蝶夫人》、《香港的交通尖峰時刻》或《波斯花園》

等等。就直覺來說，在東方演奏這類音樂，恐怕不是什麼恰當

的禮貌。[2] 由東方作曲家創作，但風格模仿或衍生自歐洲音

樂的作品。在這種情況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花時間演奏這

些作品是否比演奏標準曲目或美國作品來得更有意義。[3] 真

正的東方音樂，需要使用鑼、嗡嗡聲、鐘鈴或一條弦的三味線

等樂器——這些是交響樂團根本無法演奏的。(Perry, 1959) 

此番分類反映出波士頓交響樂團在面對外交與藝術雙重任務時的

審慎評估。他們擔心，若在東方人面前演出西方人「想像東方」的

作品，可能加深文化誤解。但是，他們也不認可亞洲作曲家的古典

音樂創作，認為這不過是對歐洲的模仿。此外，他們所謂「真正的

東方音樂」，又是他們樂團演奏不了的。根據 1960 年 3 月 23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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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樂團已試過一首日本作品的樂譜，但仍決定不予採用 

(“Music,” 1960b: 2)。最終，波士頓交響樂團回歸自身所長，演奏

西方標準曲目。這顯然是他們認為最穩妥、最能贏得亞洲觀眾好感

的方式。 

國家劇院音樂顧問小組針對 1960 年波士頓交響樂團巡演的相

關討論與建議，僅呈現了美國文展計畫體系中，將藝術專業與美國

代表性結合的協商過程。不少議題在會議紀錄中僅止於討論，未形

成明確決策，顯示更多關鍵的外交與行政考量發生在音樂顧問小組

權限之外的層級。例如，1959 年 5 月 20 日的會議紀錄指出，波士

頓交響樂團已經允諾 1960 年赴「遠東」(Far East) 巡演 (“Music,” 

1959a: 8)，但未提及此次出訪的具體任務和出訪國家。本文的下個

段落，將透過別的材料來源以釐清此行藝術性之外的其他目標和

考量。 

伍、多國贊助下的文展計畫： 

從「遠東」之行到「澳亞」巡演 

上述音樂顧問小組的會議紀錄中，對於波士頓交響樂團的 1960

年巡演都以「遠東」作為地理區域討論。但根據最終確定的行程，

該次巡演拜訪了包括澳洲和紐西蘭共五個國家。音樂顧問小組在曲

目選擇的建議中，卻只對日本曲目作出討論。此一現象引發了值得

深入探究的問題：此次文展計畫的國際巡演的主要動機是什麼？哪

些國家被納入考慮的範圍？最後的巡演行程選擇除了外交考量之

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介入？ 

前述音樂顧問會議紀錄並未顯示相關討論，而作為最終決策單

位的國務院，其檔案資料亦尚不可得。基於此一史料條件，本文改

從另一件一手材料切入，以補足決策過程中仍待釐清的面向。本文



計畫外的「音樂美援」 141 

從波士頓交響樂團於巡演期間發放給巡演團員的官方手冊——《波

士 頓 交 響 樂 團 ： 澳 亞 巡 演 》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Australasian Tour) 來分析。由於是發放給團員，本手冊記載的資訊

不僅提供巡演地點與日程，更透露出文展計畫實際執行過程中所涉

及的多重資金來源與合作機構，顯示這場文化外交行動已不再是單

一國家部門的運作結果，而是牽涉多方利益與協調的複合體系。 

圖 2 的《澳亞巡演》手冊部分內容顯示出，波士頓交響樂團 1960

年的巡演地理範圍從「遠東」被擴大到「澳亞」，巡演時間也因此

從 4 月 29 日延續到 6 月 17 日，近乎兩個月之久，期間總計演出

36 場音樂會。根據手冊所列，巡演行經國家包括「中華民國」、「日

本」、「菲律賓共和國」、「澳洲」與「紐西蘭」。手冊封面內頁

明確指出，此行的主要任務為紀念「美日關係一百週年」(Centennial 

Year of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 

100 年前的 1860 年，是日本第一次派遣使節赴美，當時日本

使節的主要任務是批准日美雙方在 1858 年簽訂的日美修好通商條

約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mpire of Japan)。但是讓人很難不聯想到的是，1960 年 1 月，

美日雙方剛簽訂了新的美日安保條約  (Treaty of Mutual Coop-

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該條約

引起日本內部大規模的示威抗議。因此，波士頓交響樂團 1960 年

的訪日很可能不僅是紀念 100 年前的事件，也似乎跟試圖紓解 1960

年當下緊張的「美日關係」有關。毋庸置疑，1960 年對美日雙方來

說的確充滿了需要被銘記的重大意義，而這也很適切地解釋了整個

波士頓交響樂團「澳亞巡演」的 36 場音樂會中，有超過半數共 19

場安排於日本各地舉行。 

音樂顧問小組曾在會議中提及，文展計畫所派遣的管弦樂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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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redit: Courtesy of BSO Archives. 
資料來源：“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Charles Munch” (1960，筆者自行掃描)。 

 
圖 2 《波士頓交響樂團：澳亞巡演》手冊封面封底、內頁、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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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會在同一個國家停留超過三個晚上 (“Music,” 1959d: 3)。從此

標準來看，波士頓交響樂團在日本長達 27 天的停留顯然屬例外狀

況。圖 2 手冊亦以「延伸的系列音樂會」(extended series of concerts) 

來描述日本場次，並註明這段行程由「日本放送協會」(Nippon Hōsō 

Kyōkai; NHK) 贊助。更彰顯日本為主要受訪國家的是，手冊內第

一頁即標註「1960 年 4 月在日本東京印製」(Printed in Tokyo, 

Japan, April, 1960)，而雖然封面採用波士頓交響樂團專屬的圖紋壓

花設計，封底則以日文大字印上「ボストン交響楽団」。這些細節

顯示，儘管巡演活動獲得美國總統「國際事務緊急基金」的經費支

持，其具體執行過程並非一定全由美國單方面資助，而是仰賴接待

國的協辦與財務分擔。 

按照這個邏輯，接待國的出資可以成為延伸美國文化外交版圖

的條件之一，那麼這就可以解釋為何遠東巡演最終納入了澳洲與紐

西蘭。圖 2 中的《澳亞巡演》手冊部分明確寫到，波士頓交響樂團

在澳洲與紐西蘭的演出，分別由「澳洲廣播委員會」(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與「紐西蘭廣播處」 (New Zealand 

Broadcasting Service) 贊助，並強調上述兩單位連同「日本放送協

會」在內，皆屬各國政府機構。由此可見，雖然巡演主軸由美國國

務院主導，但在實際操作層面，美方亦樂於將外交活動擴展至那些

對美國文化輸出持開放態度，並有意願出資共襄盛舉的國家或地

區。相較之下，此次巡演行程中未被納入共同出資機制的國家為臺

灣與菲律賓。 

然而，臺灣在此次巡演中的實際位置，並不能僅從財務參與的

角度加以理解。手冊中第四頁「臺北場」的頁面指出，波士頓交響

樂團在臺北的兩場音樂會，是為了替代原定的「大韓民國」場次。

換言之，1960 年該團赴臺演出並非原來確定版巡演計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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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應突發情勢所進行的替代安排，具有明顯的「計畫外」性質。

此一安排不僅凸顯出臺灣在該次巡演架構中，作為臨時替代節點所

呈現的偶發性與機動性；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意外改動揭示了，即

便美國在冷戰結構中握有文化外交的主導權，在實際運作上仍需不

斷回應變局，靈活調整，並仰賴地緣政治盟友的即時配合和支援。

從此角度觀之，美國官方意欲在冷戰中打造的「文化強國」形象，

並非自己單方面的權力展演與投射就能達成，而是一種必須透過盟

友協商與地方接納，方能形成的關係性產物。 

陸、南韓「四一九革命」與被取消的音樂會 

1960 年 3 月中旬南韓總統大選結束後，隨即爆發抗議選舉舞

弊的大規模群眾運動。4 月 11 日，一名參與抗議活動的中學生被發

現陳屍街頭，引發社會震動，並迅速點燃學生運動的怒火。4 月 19

日，超過十萬名學生湧上首爾街頭，遊行至青瓦臺與警方對峙，最

終遭到鎮壓，造成 180 餘人死亡、數千人受傷。當晚總統李承晚宣

布實施戒嚴，但無法平息輿論憤怒。最終，李於 4 月 26 日宣布辭

職，結束其自 1948 年起長達 12 年的執政。此一深刻動搖南韓政治

版圖的歷史事件，日後被稱為「四一九運動」、「四一九革命」或

「四月革命」。南韓社會學家鄭根埴，將二戰後的南韓社會發展，

分為 1950 年戰爭以後的去戰爭化，以及一九六○年代起權威主義

之後的民主化 (鄭根埴，2015: 5)。「四一九革命」雖然產生大規模

抗議和暴力事件，然可以說是該國民主化過程的起點。 

這場革命的發酵與爆發，恰與波士頓交響樂團籌備 1960 年東

亞巡演的準備時程重疊。革命爆發隔日，即 4 月 20 日，南韓《東

亞日報》仍刊載樂觀報導，樂團預定於 4 月 29 日與 30 日在首爾梨

花女子大學演講廳舉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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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音樂家協會的主辦下，波士頓交響樂團將會在 29和 30

日於梨花女子大學的演講廳表演。 

波士頓交響樂團由 200位樂團成員所組成，且具有一段 80年

的歷史，是世界上五個最偉大的交響樂團之一。波士頓交響樂

團將會擔任美國總統的文化大使，在東亞與澳洲之旅的路上拜

訪南韓。波士頓交響樂團曾經巡迴歐洲兩次。波士頓交響樂團

也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從自由陣營出發拜訪蘇聯的管弦樂團 

(1956)。 

在孟治博士的指揮下，波士頓交響樂團由許多著名的演奏家所

組成。美國著名作曲家柯普蘭，也會與波士頓交響樂團一起來

訪南韓。(「보스톤交響」，1960) 

這篇報導顯示，波士頓交響樂團作為「自由陣營」的文化象徵，其

外交角色與美國國務院的宣傳意圖已被接待國南韓接收，並透過當

地媒體傳達予民眾。不過，就在南韓媒體仍以樂觀語氣報導的同時，

樂團與美方決策單位已對赴韓行程表達嚴重疑慮。同樣在 4 月 20

日，樂團董事會會議紀錄已經指出：「董事們對此 [南韓行程] 表

示嚴重關切，並質疑樂團是否應冒險前往，決定在收到國務院進一

步消息前暫不採取行動」(“Trustees,” 1960: 83)。這股不安也迅速

反映於美國媒體報導上。同一日，包括《波士頓美國人報》(Boston 

American) 等多家東岸報紙皆引述樂團發言人指出，由於南韓「局

勢令人不安」(itchy situation) (“Riots,” 1960)，原定演出可能取消，

正等待國務院指示。該報繼續引述樂團聲明：「華盛頓已通知我們，

若此行涉及任何危險，將不會派遣樂團赴韓」(“Riots,” 1960)。 

隔日 4 月 21 日，各報對此事件的報導開始出現分歧。有的報

導認為樂團將排除萬難如期演出，例如《伍斯特電報》(Worcester 

Telegram) 標題為〈波士頓交響樂計畫維持在首爾的日期〉(“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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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hony Plans,” 1960)，另外一份《波士頓全球早報》(Boston 

Morning Globe) 則刊出一篇〈面對局勢，波士頓交響樂團仍將登臺

演出〉的報導 (“Boston Symphony to Play,” 1960)。相反的說法則

是指出南韓之行已確定取消，如《瀑布河先驅新聞報》(Fall River 

Herald News) 的〈音樂會已被取消〉(“Concerts Canceled,” 1960)，

與《波士頓美國人報》的〈交響樂將要跳過首爾〉(“Symphony to Skip 

Seoul,” 1960)。後者更明確地指出，取消的決定來自美國駐南韓大

使館的建議，原因如下：「大使館表示，即使在戒嚴令限制下仍有

可能安排演出，『在這個全國哀悼的時刻舉辦娛樂活動也不合適』」

(“Symphony to Skip,” 1960)。這些報導之間的矛盾，揭示了冷戰時

期美國文化外交運作中的多重權責層級。巡演的藝術規劃與曲目安

排交由國家劇院音樂顧問小組與樂團協商，但行程的最終拍板仍取

決於美國國務院，而國務院又高度依賴駐外大使館等在地機構對當

地情勢的判斷與建議。 

到了 4 月 22 日，美國主要報紙已一致確認樂團取消南韓演出，

並引用樂團發言聲明表示，係接獲國務院通知而決定取消。同日，

就連遠在日本的英文《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 亦同步刊出報

導標題為〈波士頓交響樂團取消大韓民國之旅〉(“Boston Symphony 

Cancels ROK Trip,” 1960)。倘若當時日方已印製過一版巡演手冊，

則本文前述包括了臺灣之行的《澳亞巡演》手冊，必然為 22 日此

消息發布和確認後數日內緊急重製的新版本。 

面對此變局，南韓媒體的公開報導則顯得稍遲。到了 4 月 23

日，《朝鮮日報》才以〈「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中止〉(「『보스톤．

심포니』演奏中止」) (1960) 為題報導，但指出雖然南韓主辦單位

與美國駐韓大使館曾評估演出仍可如期舉辦，最終仍決定取消以表

哀悼；報導最後提到雙方正討論是否將演出延期至 6 月。然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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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頓交響樂團於 6 月 17 日在紐西蘭結束巡演後，並未回訪南韓。

12 月 30 日，《東亞日報》刊出〈從新聞看 1960 年的文化〉(뉴스로 

본 60년의文化) (1960) 一文，再度提及因「革命運動」而取消的波

士頓交響樂團訪韓行程，並直言此為「韓國的一個文化損失」

(「뉴스로 본 60」，1960)。由此觀之，南韓視美韓文化交流為冷

戰同盟關係中重要的象徵之一。 

柒、波士頓交響樂團的臺灣之站： 

從意料之外回到計畫之內 

南韓巡演確定取消後，隨之而來的首要問題即為：被取消的場

次將改至何處舉行？如前所述，美國多家報紙指出，即使無法前往

南韓，波士頓交響樂團仍將如期啟程前往遠東。1960 年 4 月 22 日，

《波特蘭新聞先驅報》(Portland Press-Herald) 在〈波士頓交響樂團

取消南韓演出行程〉 (“Hub Symphony Cancels Playing Dates in 

Korea”) (1960) 一文中引述樂團經理培禮的說法指出：「樂團尚未

確定將在哪一個遠東城市替代原定於韓國舉行的兩場音樂會」

(“Hub Symphony,” 1960)。 

事實上就在同一日，美新處臺北分處已經印製了標題為〈波士

頓交響樂團即將來臺演出〉的「媒體發布單」 (“Press Release: 

Boston,” 1960)。翌日 4 月 23 日，美國東岸多家報紙便陸續報導該

團將轉赴臺北演出的消息。其中，《波士頓全球早報》所刊〈交響

樂團將在臺北演出兩場〉(“Symphony to Play Twice in Taipei”) 一

文最為詳盡，指出：「音樂會預定於 4 月 29 日與 30 日在臺北市政

廳舉行。尚未證實的是，據稱其中一場可能由蔣介石夫人贊助舉行」

(“Symphony to Play,” 1960)。這些報導不僅反映了媒體掌握情報的

快速性，也再次揭示了美國文化外交運作背後的多層協調網絡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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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國務院、美國駐外大使館、美新處與接待國政府相關單位之間的

緊密聯繫。 

在臺灣內部，有關波士頓交響樂團赴遠東演出行程生變的消

息，其傳播明顯呈現出時間差。如前所示，美東媒體自 4 月 20 日

起已密切追蹤波士頓交響樂團是否如期訪韓；然而臺灣方面，遲至

4 月 23 日，《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 才引述日前的美國

新聞，刊出〈波士頓交響樂團取消兩場在大韓民國的音樂會〉

(“Symphony Orchestra of Boston Cancels 2 Concerts in ROK”)，卻

未交代其後續行程可能的調整 (“Symphony Orchestra,” 1960)。有

趣的是，就在同一天內，美新處的副文化官麥金利  (Charles A. 

McGinley) 已致函中華民國內政部社會司「黃先生」，確認波士頓

交響樂團將於臺北中山堂演出 (McGinley, 1960a)。亦即，在官方

管道內部，臺灣場次早已敲定；然而此一訊息尚未透過媒體向公眾

公開。直到 4 月 24 日，臺灣社會方廣泛知悉本地已納入 1960 年

「澳亞巡演」的正式行程；因當日《英文中國郵報》以〈世界聞名

的 波 士 頓 交 響 樂 團 將 在 此 地 演 出 〉 (“World-Famous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Will Perform Here”) 為題，首次向大眾宣告

該團將透過艾森豪的文展計畫來臺事宜，並重申其國際地位：「這

是第一個在蘇聯演出的美國管弦樂團」(“World-Famous,” 1960)。

同日《聯合報》亦以〈曾征服蘇俄的美國最著名樂團：波士頓交響

樂團下週來臺演奏〉為題，在修辭上進一步強化其冷戰背景中的象

徵意涵，彷彿將樂團描繪為穿越鐵幕、傳遞自由世界文化力量的勝

利之聲。此時，距離 4 月 29 日首場演出，僅剩五日。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 4 月 24 日的《聯合報》報導亦透露了波

士頓交響樂團原本可能來臺卻未果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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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擁有一百十五個團員的波斯 [士] 頓交響樂團來台灣的

傳說已久，一度因為此間感到招待這樣個龐大樂團有些困難，

無人敢於負責主辦，因此波斯 [士] 頓交響樂團便放棄台灣行

程，而決定先到韓國，再到東京，可是最近因為韓國發生選舉

風波，漢城仍在戒嚴狀態，對於波斯 [士] 頓交響樂團的到來

演奏自然無法接納。所以該團又與自由中國前次主辦 NBC 交

響樂團在台演奏婦聯總會接洽，總會在獲得這項消息，立即答

應，於是波斯 [士] 頓交響樂團終於改變行程，而在中華民國

婦聯會及美國新聞處和遠東音樂社的主辦下先來臺灣。(「曾

征服」，1960) 

從上述內容可見，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 (即「婦聯會」) 於此關

鍵時刻成為美方協調臺灣場次的窗口。然而，不太可能為波士頓交

響樂團直接聯繫婦聯會，更合理的情況應是：美國國務院透過駐臺

大使館，向過去有「主辦」過「空中交響樂演奏會」(即上方引文所

指的 NBC，為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Symphony Orches-

tra 的縮寫) 經驗的婦聯會尋求協助 (圖 1)；在婦聯會表達接待意願

後，實際行政事務則由美新處與遠東音樂社負責接手執行。4 月 27

日，樂團成員飛抵臺灣；當天，遠東音樂社派吳強 (John T. Woo) 

出面，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巡迴經理卡克斯 (William J. Cox) 簽下兩

天後就要登場的 29 日和 30 日音樂會之演出合約 (“Contract,” 

1960)。可以想見，這個轉赴臺灣的過程中，充滿了各種最後一刻才

確定下來的急迫和緊張感。 

    此外，若要進一步追溯「波士頓交響樂團來臺傳說」的根源，

南韓《東亞日報》1959 年 12 月 11 日的一則報導提供了重要線索。

文中提到，波士頓交響樂團原已規劃 1960 年巡演路線包括「日本、

菲律賓、臺灣與韓國」(「韓國等」，1959)，當時尚未納入澳洲與

紐西蘭。由此可推斷，臺灣原本的確很有可能成為巡演計畫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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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惟最初因臺方「無人敢於主辦」而不得不婉拒接待。直到南韓

突發「四一九革命」，才讓此一原先被擱置的提案得以死灰復燃。

因此本文下一節將探討，在該團終於確定赴臺灣演出之際，臺灣當

時的基礎設施條件是否適合承擔如此規模的文化盛事，又如何影響

演出規劃與實際呈現。 

捌、二戰後臺灣舉辦交響樂團音樂會的困難與

契機 

從一般聽眾的角度來看，臺灣方面起初未承接波士頓交響樂團

於美國文展計畫框架下赴臺演出的機會，或許容易被視為一項文化

資源上的損失。然而，若從實際承辦一個超過百人規模的大型交響

樂團所需的演出與後勤安排來審視，此舉絕非易事。其所牽涉的層

面甚廣，包括：演出場地的協調租借、人員住宿與交通安排、節目

宣傳與票務規劃，以及相關的社交活動與觀光行程設計等，事務繁

瑣，規模可觀。 

以演出場地安排為例，1955 年 6 月來臺的「空中交響樂團」與

1956 年 5 月 23 日來訪的「洛杉磯愛樂」(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當時臺灣媒體稱之為「洛杉磯交響樂團」) 皆因沒有適當的音樂廳，

而不得不選擇在總統府與臺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學之間的三軍球場

演出。即使到了 1959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紐約小型管弦樂團」

(New York Little Orchestra) 已得以於臺北市中山堂舉行音樂會，

美國國家劇院的音樂顧問小組仍於同年 5 月 20 日的會議紀錄中直

言：「這次巡演的一大限制，在於大多數地區——包括臺北在內——

皆缺乏優良的音樂廳。我們應考慮提出建議，並善用我們的影響力，

推動高品質音樂廳的建設」(“Music,” 1959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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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欲運用的「影響力」，可從譚維理 (Laurence G. Thompson) 

所留下的報告中略窺一斑。身兼漢學家與小提琴家的譚氏，曾任職

於臺北美新處與亞洲基金會 (The Asia Foundation)，1959 年至

1962 年間在國立師範大學任教，並於 1960 年以該校任職身分前往

美國參與 7 月 10 日至 15 日於華盛頓特區舉行的「中美知識合作會

議」(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他於

會中發表題為〈自由中國的音樂與文化緊迫性〉(“Music and the 

Cultural Exigency in Free China”) 之報告，明確指出臺灣當時缺乏

足以勝任西方古典音樂演出的專業場館 (Thompson, 1960: 293)。 

此文後經《功學月刊》於 1962 年翻譯成中文刊出，而得以在

臺灣本地社會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力。關於臺北中山堂的部分，譚維

理 (1962) 在文中如此指出： 

就西方音樂而言，通常在臺灣情況如下：有流行歌曲和古典音

樂廣播都很多，音樂會是常有的，但是設備不夠理想，僅臺北

中山堂有冷氣與隔音設備。就音樂而言，這二千個座位大部分

由來自所謂美國總統計畫贊助下的音樂家所利用，本地的音樂

家幾乎不能利用中山堂，因為索價太高，所以大部分的安排均

不是音樂節目。(4-5) 

的確，中山堂的主要演出空間——「中正廳」——雖為當時臺北市內

唯一較具規模且具冷氣設備之場地，但其亦常作為立法院與國民大

會的集會場所，政治象徵意涵濃厚。其場地租借政策亦明文規定僅

供「不售票之招待及慰勞等集會」使用，顯示官方對其用途之高度

管制 (曾筱甯，2016: 98)。從演出目的與財務負擔來看，當時本地

音樂團體若欲租用中正廳辦理售票音樂會，實屬困難重重。很明顯

的，波士頓交響樂團最終仍在極短籌備時間內得以於此地演出，主

要仰賴當時身為總統夫人宋美齡的人脈與政治資源；因為由她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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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婦聯會於 1960 年 4 月 23 日發出一紙用箋，指示婦聯會將派員

協助一位「馬姓人士」完成中山堂的場地租借事宜 (令綺，1960)。

此舉不僅顯示婦聯會為美方文化外交計畫在臺的關鍵合作者，也凸

顯了，在缺乏常規專業機制對應的情境下，政治高層人脈與組織動

員仍是突破行政規範、成功執行大型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因素。值

得注意的是，大約也是在一九五○年代末開始，臺灣公眾媒體中常

常出現缺乏適當演出空間的公開抱怨和對未來興建音樂廳的呼籲 

(黃珮淳，2024: 29-51)。這些不滿的聲音，顯然要到 1987 年兩廳

院正式啟用後才逐漸平息。 

除場地租借外，住宿安排亦為重大挑戰。直至 1960 年，臺北

市內似乎尚無可容納百餘人團體集中住宿的現代化旅館。美新處文

化專員羅孚 (Pardee Lowe) 與副文化官麥金利討論後，於 4 月 24

日致備忘錄給處長麥加錫 (Richard M. McCarthy)，建議動員足夠

人力全力支援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到訪。羅孚在備忘錄中預估，屆時

將會聽到來自團員的「眾多訴苦」(tales of woes) (Lowe, 1960a: [1])，

因此向麥加錫建議：「如果我們不能給他們最好的飯店，我們至少

可以給他們最高規格滿意的人員服務」(Lowe, 1960a: [1])。樂團成

員於 4 月 27 日抵達臺北當日，羅孚特別發給團員一紙說明，表示

使館人員將盡力協助處理其在臺的飲食與活動事宜；這份說明開頭

即懇請團員諒解住宿與物質條件之有限，寫道：「我們有整整 96 個

小時的時間來替波士頓交響樂團的 115 名團員準備各種安排。我們

意識到我們無法提供在一般更理想狀況下會有的那種住宿」(Lowe, 

1960b: [1])。 

當時，僅有少數高層團員和樂團經理被安排入住尚未改建的圓

山飯店。值得注意的是，「澳亞巡演」中的明星級人物美國作曲家

柯普蘭雖然列名於外交部的樂團「重要成員」禮賓名單裡 (「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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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交響樂團重要成員名單」，1960)，然而從一份事後結算出的圓山

飯店入住帳單來看，柯普蘭最後並沒有來到臺灣 (Bottorff, 1960: 

5)，而是在樂團轉赴日本後才參與巡演行程。其餘樂團團員則分散

入住於美軍顧問團第二招待所、教育部與外交部提供的政府賓館，

以及北投地區三家溫泉旅館：「五月花」、「別有天」與「新秀閣」

(McGinley, 1960b)。圖 3 和圖 4 顯示，裸著上半身練習的樂團團員

對於臺北北投的熱度和濕度印象特別深刻。 

如此分散不一的住宿安排，反映出臺灣在當時接待大型外國表

演團體時所面臨的基礎設施不足與行政挑戰。從法規的角度來看，

直到 1960 年 9 月 10 日的〈獎勵投資條例〉，國際觀光旅館才被列

為獎勵事業之類別 (鄭巧君，2016: 140)。可見，當時若無官方單位

積極出面協調，幾乎難以在短短「96 小時」也就是四天內，完成演

出場地確認與所有後勤接待安排。 

至於統籌後勤與音樂專業事務方面，另一個關鍵角色則是遠東

音樂社。該機構前身為 1954 年創立的遠東旅行社，由曾赴德國學

習體育的江良規先生創辦，原本主要業務為協助留學生與運動員辦

理出國事宜。然而，隨著美國文展計畫派遣音樂家來臺演出，遠東

旅行社亦開始涉足外國音樂家來臺的演出安排事務。遠東旅行社之

所以得以踏入音樂行政領域，其契機可追溯至 1955 年空中交響樂

團來臺演出之際。如圖 1 所示，當年該團抵達臺灣後，主辦單位雖

然是婦聯會，接待工作所動員的卻是官方單位如國防部政治部、國

防部聯絡官室、軍人之友社、中國政府新聞局、省政府財政廳、省

政府交通處、聯勤總部等等 (「空中交響樂」，1955: 6)。一場音樂

活動卻動員廣泛政府層級單位，充分反映出臺灣當時在音樂藝術行

政與國際交流專業人才上的匱乏。按照 1966 年亦創辦音樂經紀公

司「愛樂音樂社」的陳義雄之說法 (黃亭瑋，2012: 96)，1955 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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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redit: Photograph by George N. Humphrey, courtesy of BSO Archives. 
資料來源：Humphrey (1960: 5)。 

 

圖 3 波士頓交響樂團巴松管團員沃爾特 (Sherman Walt) 住在北投

某家旅社時練習的情況。該照片的說明是：「沃爾特使用兩間房間 

來練習。請注意那個中式硫磺浴缸」 

 

 

Image Credit: Photograph by George N. Humphrey, courtesy of BSO Archives. 
資料來源：Humphrey (1960: 5)。 

 

圖 4 波士頓交響樂團巴松管團員沃爾特和雙簧管團員戈姆伯格 

(Ralph Gomberg) 住在北投某家旅社時練習的情況。該照片的 

說明是：「沃爾特和戈姆伯格在臺北潮濕的氣候中練習莫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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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響樂團離臺後，時任師大音樂系教授的戴粹倫建議江良規在原

先旅行社的基礎上，再開創音樂藝術經紀的事業 (陳義雄，2007: 

34)。此說法可信之處在於，如圖 1 所示，戴粹倫在空中交響樂團訪

臺期間曾擔任「臺北委員」協助「節目及舞臺設計」(「空中交響樂」，

1955: 6)，必然經歷當時臺灣在音樂國際交流領域物資和人才之匱

乏的窘境。 

隨著赴臺演出的美方個人與團體日益頻繁，江良規遂於 1958

年 2 月 1 日正式成立遠東音樂社，專責處理音樂相關事務。從目前

可得的檔案資料中可觀察到，1960 年波士頓交響樂團來臺演出期

間，遠東音樂社負責承辦的業務至少包括印刷、廣告宣傳、交通、

票務、稅務、劃位、代訂非官方旅館、外匯結算與收入管理等。擔

任兩個官方與臺灣民間之間協調與溝通的橋樑 (圖 5)。 

1965 年接掌遠東音樂社的張繼高，曾於 1968 年回憶當時遠東

音樂社所需面對的各項繁雜工作如下： 

創業總是一件艱難的事。台北不是一個常有國際性音樂活動的

城市，朝野對這件事情都缺乏認識，加上中外的隔閡，使事情

格外難辦。主辦人要到處進行說服、央求、請託、抗拒等極盡

詞費的工作。同時，還得開始「教育」聽眾。例如：婉拒穿木

屐的聽眾進場，規定開場後馬上關門，在第一首曲子沒完之前，

暫不准進場，以表示對音樂家的尊重，此外，為了維持場內秩

序，兒童不准進場，在初期實行時，特別在中山堂門口，準備

了幾輛出租汽車 (那時還沒有計程車)，免費讓聽眾把帶來的

孩子送回家去。(張繼高，1968: 82) 

除了這些「教育」聽眾以確保演出品質的瑣碎事務之外，美國

文展計畫透過遠東音樂社促進本地音樂表演產業化的方式，可從音

樂會結束後寄給大使館的一封陳情書和美新處的回應窺見一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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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o (1960a)。 

 

圖 5 遠東音樂社開出的團員住宿費用對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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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臺的美籍新聞工作者梅兆讚 (Jonathan Mirsky)，投書給駐臺的

美國大使莊萊德 (Everett F. Drumright)，指出遠東音樂社所設定的

票價對本地學生而言偏高，且由於票券流入黃牛市場，造成轉售加

價的現象，因此建議美新處應直接介入票務事務 (McCarthy, 1960b: 

1)。之後，美新處處長麥加錫在給梅兆讚的回函中提出多項回應，

突顯了「文展計畫」中除了冷戰意識形態和文化競爭之外的另外一

層經濟和商業考量的邏輯。 

麥加錫首先指出，該計畫所欲觸及的觀眾群並不限於大學生，

亦包括政府官員、工商界人士、大眾傳播與娛樂界代表、知識分子 

及其他社會團體 (McCarthy, 1960b: 1)。其次，他引用美國國會對

文化展演計畫的基本指導原則，強調國務院在執行此類外交活動

時，須盡可能尋求來自政府體系之外的最大程度支持，因此，美方

政策導向強調，每一場海外演出應「實現最大化的收益」(1)。針對

票券轉售現象，麥加錫認為恰恰反映出遠東音樂社所設定的票價並

未達到市場潛在可接受的最高點。若票價已過高，黃牛將難以轉售

圖利，票券也不易流通 (2)。 

此番回應亦說明文展計畫在執行上的關鍵原則之一，亦即，除

了來自總統國際事務緊急基金的經費挹注外，此計畫亦積極鼓勵在

地私人企業的參與與投入──亦即「鼓勵私人或商業性團體與個人

擴展其功能，使其成為任務中重要的一部分」(McCarthy, 1960b: 1)， 

而受益的表演團體才會亦包含「其他未納入『總統計畫』的美國文

化演出」(2)。換言之，文展計畫並非表面政策上的單向文化輸出，

其背後亦隱含著以資本主義的模式激發受訪國內部文化產業發展

的意圖，嘗試將文化外交與在地經濟、藝術市場進行結合。藉由這

樣的操作模式，美方希望將國家層級的文化政策，與國際性藝術市

場、在地文化實踐之間建立起動態互動的聯繫。由此可見，文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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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潛在的目標，和本文在方法論段落所揭示的經濟性「美援」不謀

而合。 

波士頓交響樂團此次音樂會入場券之票價分為新臺幣 20、60、

80、100 及 120 元等級 (「陸拾元券」請見圖 6)。其中，20 元票券

由美新處直接分配予各大專院校，其餘票券則由遠東音樂社負責銷

售 (「波士頓交響樂團今抵臺」，1960)。當時麥加錫還兼任美國大

使館公共事務參事 (Counselor of Embassy for Public Affairs)，他於

1960 年 5 月提交給美國大使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波士頓交響樂

團本次演出在大眾影響力與知名度上，堪稱文展計畫自實施以來在

臺灣最成功的一例 (McCarthy, 1960a: 1)。雖然美新處以美國大使

館名義贈送 35 張招待券予中華民國政府高層，遠東音樂社亦另發

約 240 張招待券予官員、媒體與本地知名音樂家，惟此類贈券「實

屬必要，且力求控制比例」(3)。麥加錫還指出，整體過程中的「一

個不協和音」(the one discordant note) (4) 來自於對公眾之售票安 

 

 
Image Credit: Courtesy of BSO Archives. 
資料來源：「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會：入場券：陸拾元券」(1960，筆者從波士頓交響

樂團檔案室收到的電子檔案)。 

 

圖 6 1960 年 4 月 29 日音樂會「陸拾元券」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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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上述黃牛票轉售現象外，亦包括以下情況： 

演出不需宣傳即全數售罄，我們甚至僅在當日清晨於一家報紙

刊登售票資訊，數小時內門票即被搶購一空，現場甚至有民眾

推擠導致售票窗口玻璃破裂。(4) 

當年臺灣觀眾對波士頓交響樂團票券之搶購盛況，亦可從若干

身歷其境之聽眾回憶中獲得印證。未曾接受正規音樂科班訓練、後

投身音樂經紀業的許博允回憶道： 

我當時 16歲，是從報紙上知道這件事情。因為我們家是古典

音樂迷，我父親有上萬張黑膠唱片，所以票券開賣前一天晚上，

我負責帶著棉被去中山堂排隊，隔天一大早買到票。我們家去

了三、四個人，包括我父親和我叔叔。(許博允，私人通訊，

2023 年 6月 23日) 

爾後行醫但同時致力於臺灣古典音樂推廣的林衡哲，6 當時尚

就讀於東海大學外文系。得知波士頓交響樂團即將來臺演出的消息

後，他特地自臺中北上，只為親聆該團於 1960 年 4 月 29 日的音樂

會。他回憶道： 

1960 年波士頓交響樂團來臺灣的時候我正在東海大學念外文

系。我有一位在臺北的醫學院朋友林光智聽到消息後，就打電

話跟我說。我知道後就決定要去音樂會了。我記得 4月 29日

演出當天，我騎腳踏車從東海下山，再坐巴士到臺中火車站，

然後坐四個小時的火車，然後再坐三輪車去中山堂。(林衡哲，

私人通訊，2023年 3月 27日) 

他對當時購票情境，特別是與黃牛交易的經歷，有極為生動的敘述： 

 
6 林衡哲為其從事寫作、翻譯與出版事業時所使用之筆名，其本名為林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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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時抵達朋友家，他說由於我去信太遲，那天他到遠東音樂社

時，從二十元至一百六十元的票均被掃售一空。現在我的希望

只能寄託在黃牛身上了，平時恨黃牛，現在則希望黃牛多生幾

頭，在自由競爭之下也許會買到便宜貨。這天晚上大雨傾盆，

但絲毫不能挫折我對追求藝術的熱忱。到了中山堂，馬上就發

現二個牛相十足的人，一問之下，果然是黃牛先生，這次被他

敲了五十元，二十元的票他要賣七十元。由於我早就立下「藝

術不能以金錢來衡量的原則」，所以爽快答應了他的要求。(林

衡哲，2016: 282) 

[……] 

花了七十元，買了二小時的天堂時刻，倒也不算太貴。而在人

生的意義及價值上所獲得的代價，的確是無法以金錢來衡量

的。(284) 

林衡哲的回憶深刻揭示了古典音樂愛好者常見的一種心理狀態：正 

因為堅信「藝術無法以金錢衡量」，這種對藝術的無價認同，使他

們甘願付出不求回報的代價，無論是時間、金錢，抑或奔波之勞，

皆在所不惜。這種心理狀態或如高睿 (2023) 所言：「古典音樂家

和聽眾們不求回報的投資已經得到了只有不求回報才能得到的珍

貴回報」(177-178)。 

當時臺灣聽眾對波士頓交響樂團音樂會的高度需求，使麥加錫

判斷：「若情況允許，我們相信在臺北至少能辦四場滿座演出」

(McCarthy, 1960a: 4)。圖 7 中由遠東音樂社所列出的總體收支對

帳單還顯示，波士頓交響樂團於中山堂舉行的兩場音樂會，其票房

與節目單銷售總收入達新臺幣 300,642 元，扣除各項支出後，淨利

潤為新臺幣 132,336.3 元。若置於當時臺灣整體經濟水準加以觀察，

1960 年臺灣的人均收入為新臺幣 5,943 元 (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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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o (1960b)。 

 

圖 7 遠東音樂社開出的整體收支對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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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庫，n.d.)；相較之下，遠東音樂社舉辦兩場音樂會所得之

淨利潤，約相當於當時平均每人年度所得的 22 倍。由此可見，在

美國冷戰音樂外交的支持機制下，遠東音樂社承辦此類活動具備獲

取一定利潤的條件，至少足以維繫其常態性的行政營運，尤其該社

每年皆承辦多場外國音樂家來臺演出 (「遠東音樂社」，1983)。 

從圖 1 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主辦」到圖 8 的「美國新

聞處委託遠東音樂社代辦」可以明顯地看到，遠東音樂社的成立與

積極參與，可以說逐漸「民營化」了本來全由官方相關單位所承擔

之相關業務。該社搭配美方文展計畫派來的音樂家，開啟了臺灣音

樂經紀與演出行政專業化的實踐，並帶動該產業的興起，例如 1966

年成立的愛樂音樂社以及日後至今的種種發展 (連憲升等人，2023: 

107-110)。對遠東音樂社在臺灣音樂史上的地位，目前已有諸多肯

定性的評價，如「為『音樂活動企業化』鋪下了路」(張繼高，1968: 

82)、「台灣史上第一家音樂藝術經紀公司」(陳義雄，2017)， 或

是「臺灣音樂經紀的先鋒」(黃亭瑋，2012) 等說法，皆可為佐證。 

接待大型交響樂團訪臺演出所牽涉的事務極為繁複，無論在行

政協調、經費籌措，抑或演出的後勤安排等層面，皆構成戰後臺灣

難以忽視的現實挑戰。然而，正是在克服這些結構性限制的過程中，

古典音樂亦逐步展現其在商業化運作與專業化分工上的發展潛能，

並為本地音樂生態開啟新的契機。波士頓交響樂團 1960 年的訪臺，

正可視為戰後臺灣在困難與機會交織之中，大型古典音樂演出逐步

邁向民營企業化與專業化運作的重要代表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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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曲目、媒體評論、 

個體經驗聆聽 

在討論冷戰時期文化外交的作用和交流成效時，跨機構、跨國

界的交相互動的過程固然是討論的重要焦點，但展演在受眾層面所

生成的美學體驗與情感反應，同樣值得細緻觀察。1960 年波士頓交

響樂團在臺北舉行的兩場音樂會，其曲目如何具體安排、當地報導

對演出如何書寫、個體觀眾如何感知與回應，則共同構成了這場文

化外交行動在地面向的具體社會意義。以下將分別從曲目安排、臺

灣媒體報導，以及三位背景迥異之聽眾的書寫與記憶出發，觀察冷

戰文化交流在地接受與再詮釋的複層面向。 

波士頓交響樂團在臺北於 4 月 29、30 日的兩場音樂會，分別

演出了《澳亞巡演》手冊中編號為 A 和 C 的兩套曲目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1960: 2)。表 1 是根據這份手冊所整理出的

曲目的內容，樂曲長度，以及它們也在澳亞巡迴時也在其他國家輪

流演出的場次。以下分析這兩套曲目的整體安排，如何同時兼顧文

展計畫框架下要求的「美國代表性」以及樂團自身的演奏專業能力。 

首先從確保美國作曲家作品能被聽見的角度來看，這兩場音樂

會的開場和壓軸，均安排一般古典音樂聽眾較耳熟能詳的「常演曲

目」(“repertoire”，例如德國作曲家貝多芬、法國作曲家白遼士、拉

威爾、魯賽耶 [Albert Roussel] 的名曲)，中間才安插美國二十世紀

作曲家皮斯頓和德洛喬約作品。這樣的曲序安排具有一種策略性的

效果：即使只打算聆聽開場與壓軸名曲的觀眾，也必須在節目進行

過程中接觸到來自美國的作品。正如前述國家劇院經理所認為的，

七分鐘的曲子不能算具有「代表性」；那麼，皮斯頓和德洛喬約的

兩首樂曲都有大約 25 分鐘的長度，而滿足了分量上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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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60 年 4 月 29、30 日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兩場臺北音樂會演出

曲目、長度、演出地點與時間 

編

號 
曲目、演出順序 長度 演出地點、時間 

A 

貝多芬： 

第三號交響曲《英雄》 
約 50 分鐘 

臺北 4 月 29 日 

東京 5 月 4 日 

大阪 5 月 8 日 

福岡 5 月 14 日 

馬尼拉 6 月 3 日 

布里斯本 6 月 6 日 

奧克蘭 6 月 17 日 

皮斯頓： 

第六號交響曲 
約 25 分鐘 

拉威爾： 

《達夫尼與克羅伊》第二組曲 
約 20 分鐘 

C 

白遼士： 

《幻想交響曲》 
50 多分鐘 

臺北 4 月 30 日 

東京 5 月 5 日 

京都 5 月 9 日 

廣島 5 月 15 日 

雪梨 6 月 7 日 

墨爾本 6 月 14 日 

威靈頓 6 月 16 日 

德洛喬約： 

《變奏曲、夏康與終曲》 
約 25 分鐘 

魯賽耶： 

《巴克斯和阿里雅納》管弦樂 

組曲第二號 

約 20 分鐘 

資料來源：“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1960，筆者自行掃描)。 

 

其次，若從樂團演奏專長的角度來觀察，這些美國作品在節目

中的比例與位置亦顯示出經過了審慎的考慮。它們僅僅占到音樂會

後半場的前半，使節目的重心仍然落在上半場全場的貝多芬《英雄》

(Symphony No. 3, Eroica) 交響曲和白遼士《幻想交響曲》(Sym-

phonie fantastique)。這些十九世紀德國和法國曲目，應該才是波士

頓交響樂團向來擅長的，也是古典音樂聽眾評價一個交響樂團演奏

實力的重要標準 (請亦參考圖 8)。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波士頓交響樂團要在臺北音樂會演出的曲

目，除了在現場音樂會可以聆聽到之外，美新處還運用其他的管道

來盡可能地擴大受眾。例如美新處與中國廣播公司和美軍電臺合

作，讓前者負責音樂會的現場實況轉播，而後者則負責在隔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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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redit: Courtesy of BSO Archives. 
資料來源：「波士頓交響樂團：指揮：查利．孟治博士」(1960，筆者從波士頓交響樂

團檔案室收到的電子檔案)。 

 

圖 8-1 〈波士頓交響樂團：指揮：查利 [查爾斯]．孟治博士〉 

1960 年 4 月 29 日臺北中山堂音樂會節目單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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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redit: Courtesy of BSO Archives. 
資料來源：「波士頓交響樂團：指揮：查利．孟治博士」(1960，筆者從波士頓交響樂

團檔案室收到的電子檔案)。 

 

圖 8-2 〈波士頓交響樂團：指揮：查利 [查爾斯]．孟治博士〉 

1960 年 4 月 29 日臺北中山堂音樂會節目單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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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前一天晚上的音樂會錄音 (“Press Release: BCC,” 1960)。此

外，美新處也發文給當時的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提供票券邀請臺

大學生來觀賞 4 月 29 日中午的樂團排練，同時向校長強調這些票

券不可轉售，「僅供你們的學生使用，最好是音樂與藝術相關科系

的」(Lowe, 1960c)。美新處在這裡的明顯誤判是，臺大當時並沒有

音樂相關的系所。從這些音樂會外的安排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

美新處要擴及的波士頓交響樂團臺灣受眾，既包括了任何有收音機

的一般民眾，也鎖定未來可能成為本地菁英階層的特定大學生。 

媒體反應方面，臺灣當時的報紙均以高度讚賞的語調報導此一

事件。《徵信新聞報》形容 4 月 29 日的演出為「光復以來最成功、

最具吸引力的音樂會」(「波士頓交響樂團首演」，1960)。《中華

日報》的報導讚賞波士頓交響樂團是「今年最成功最熱烈的一場音

樂會」，並且是「嚴正的真正的一流交響樂團」(「美波士頓交響」，

1960)。《台灣新生報》同一天的報導中，也提到近三千位觀眾在主

要曲目和安可曲演完後「遲遲不肯離場，造成臺灣樂壇近年來罕見

的熱烈場面」(「波士頓交響樂團昨」，1960)。《中華日報》在 5 月

1 日報導了 30 日的第二場音樂會在中場休息時，中國留美同學會

上臺獻上錦旗給指揮 (圖 9、圖 10)；音樂會結尾時在觀眾的一再要

求下，樂團多演出了兩場「『恩哥』」(「波士頓樂團今」，1960)。

《中央日報》同一天的報導中，訪問了指揮孟治對現場聽眾的印象，

他「驚訝中國擁有許多具有音樂水準的聽眾，場內的鴉雀無聲，和

對音樂的涵養」(「第一流樂團」，1960)，並說：「中國聽眾是他

印象中的第一流聽眾」(「第一流樂團」，1960)。這些各式各樣的

媒體描寫和報導，不僅凸顯演出現場聽眾的反應熱烈和舞臺前後即

興性交流的動人場景，也顯示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帶來的古典音樂

演出在臺灣社會中引起的正面印象。無怪乎 2019 年年底臺灣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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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redit: Photograph by George N. Humphrey, courtesy of BSO Archives. 
資料來源：Humphrey (1960)。 

 

圖 9 1960 年 4 月 30 日中山堂波士頓交響樂團音樂會中場休息時，

獻上錦旗的情況 

 

 

Image Credit: Courtesy of BSO Archives. 
資料來源：「萬里雲情」(1960，筆者自行攝影)。 

 
圖 10 本文作者於 2023 年 11 月 15 日在波士頓交響樂團檔案室中 

發現的另外一份由婦聯會贈送給樂團的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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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波士頓交響樂團在 2020 年的訪臺之行時，均強調其「60 年」

前的盛況。 

在親身參與音樂會的數千名聽眾之中，涵蓋了具有不同社會背

景與美學素養的群體。我們可以從三位觀眾留下的紀錄中具體觀察

到，這場音樂會如何透過不同背景個體之感知經驗，促發音樂詮釋

上的重構，並進一步衍生出超越音樂本身的文化理解與價值意涵。 

一、交響樂團行政工作者陳暾初 

陳暾初曾就讀福建音樂專科學校，受過音樂專業訓練的他，自

1946 年起在臺灣省立交響樂團任職。他不僅身處臺灣戰後古典音

樂實踐的產業中，也熟稔音樂欣賞與評論的文字實踐。1960 年 5 月

1 日，他在《聯合報》發表〈波士頓交響樂團首場演奏會評述〉，

對 4 月 29 日的三首曲目皆有具體而精細的評論。最引人注意的是，

他以特別長篇幅紀錄自己初次聆聽皮斯頓第六號交響曲  (Sym-

phony No. 6) 的感受。就目前可見資料而言，這應該是該曲在遠東

首演後所留下的第一篇深入的樂評： 

休息過後指揮者在熱烈掌聲中再度登臺，演奏美國作家比玆頓 

[皮斯頓] 的第六交響曲。比玆頓的作品在此尚為初次聽聞。在

新派的作品中，此曲聽來仍較易於為人接受，節目單中未寫明

若干樂章，我也未曾讀過曲譜，然猜度此曲似以快板、諧謔曲、

行板和急板、構成為四個樂章。突出的敲擊樂器和管樂器的魅

力，於此大乃為發揮，優秀的敲擊樂器有如雷霆乍驚，又似疾

颱狂捲地以來。其技藝非凡。銅管樂器在此曲中表現甚佳，木

管樂器也有極為動人的吹奏。第三樂章中長笛獨奏音色清越，

但韻味仍有未足。小提琴獨奏片段最好。大提琴獨奏甚佳，可

惜最後的延長忽然音準未能維持同一高度。但願這是我聽覺上

的毛病，免失去其使人折服的美妙音色。豎琴在此曲中穿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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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珠落玉盤的演奏。新派的作品每多炫奇耀耳之處，而演奏

的技巧上亦較為困難，節奏的控制深為不易。指揮者與演奏者

的衷心協力，終使此曲在完美中結束。(陳暾初，1960) 

如圖 8 第二頁所示，4 月 29 日音樂會的節目單對皮斯頓第六號交

響曲的介紹相當簡略；也許是倉促所致，皮斯頓曾就讀的「哈佛大

學」(Harvard University) 在文中被誤譯為「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然而，陳暾初僅憑其自述的「初次聽聞」就寫下了以上

相當細緻的描述。比對樂譜之後可以發現，陳對樂章速度的描述不

是對節目單照本宣科，而是按照自己的聽覺上理解；總譜中有註明

而節目單中完全沒有提及的第二樂章「詼諧曲」，則完全被陳的描

述「諧謔曲」所言中。7 文中他兩次使用「新派」一詞，表明其了

解二十世紀音樂在聲響語言上的創新背景。而他所言「聽來仍較易

於為人接受」，也與節目單將此作歸類為「新古典派音樂」的敘述

相呼應。其實，皮斯頓本人曾對評論家為他貼上「新古典主義」(neo-

classicism) 的標籤頗不以為然 (Piston, 1968: 7-8)。針對這部交響

曲，他曾明言：「關於這首交響曲，事先其實不必多說。事實上，

我甚至希望聽眾第一次接觸我的音樂時，不要被任何預先的解釋所

干擾」(Sanborn, 1959: 71)。從這個角度來看，陳暾初的樂評文字

在缺乏充分節目單資訊引導下，反而可說相當程度地體現了皮斯

頓所期待的那種誠摯、不受預設觀念干擾的第一手聆聽經驗與文

字反饋。 

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臺留下的深刻印象，轉化為陳暾初對臺北市

建立專業交響樂團的具體行動願景。1961 年 5 月 11 日，他以筆名

 
7 今天所稱的「詼諧曲」，當時顯然稱做「諧謔曲」。例如同一場音樂會中貝多芬第三

號交響曲第三樂章 “Scherzo”，在節目單中就翻譯成「諧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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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人」在《聯合報》發表〈市府籌設交響樂團〉一文，報導臺北

市政府有意編列預算，籌設本地交響樂團的計畫。他在文末指出： 

美國的名城，如費城、波士頓、洛杉磯，以及歐洲的維也納、

柏林、倫敦，皆因擁有世界一流交響樂團，聲韻遠播，遂使名

城之名益彰。願不久之將來，「台北交響樂團」的設立，亦將

為我自由中國放一異彩。(樂人，1961)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中所列的典範城市並非僅限於歐洲古典音樂傳

統中的核心城市，如維也納或柏林，而是將美國城市置於前列，而

反映陳暾初對美國古典音樂文化實力的高度認同。由此可見，文展

計畫透過巡演的成功改變了臺灣受眾對美國藝術水準的印象，使本

地的古典音樂專業人士不僅認同歐洲的傳統典範，更願意將美國城

市視為發展方向的參考點。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最終於 1969 年正式

成立，1973 年陳暾初出任第二任團長。 

二、愛樂大學生林衡哲 

可以跟陳暾初做一個對比的，是前述買了黃牛票的林衡哲。他

出生於宜蘭，沒有受過音樂科班訓練，波士頓交響樂團來訪時，只

是一位喜歡古典音樂的外文系大學生。他聽完波士頓交響樂團 4 月

29 日的音樂會後寫了一篇感想〈波士頓交響樂團聆賞記〉，後當作

東海大學課堂的作業交出去。全文中，他以整整五段的長度描述了

孟治指揮下的貝多芬《英雄》交響曲，是如何讓人「宛如進入太虛

幻境，奇思妙想不斷在腦海中產生」(林衡哲，2016: 284)。然而，

面對於不熟悉的皮斯頓交響曲，他描述的不足一段，擷取如下： 

這首皮士頓《第六交響曲》味道完全不同，有低沈的音色美，

較無人性真情的流露。孟治對這首曲子也許不太熟悉，所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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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時必須看譜，影響他指揮時忘我的神態，故旋律雖美，仍遠

不如前曲之引人入勝。(284) 

林衡哲的描述相當短，卻精闢地讓人注意到文展計畫強調「美國代

表性」所帶來的矛盾。即使皮斯頓是美國作曲家，波士頓交響樂團

是美國樂團，法籍指揮孟治對此曲還不如對前一首的貝多芬交響曲

來的熟悉和縱情。而且林的描寫也點出，美國文展計畫下的古典音

樂在巡迴時，美國曲目令一般古典音樂愛樂者感到陌生。在六十多

年後筆者對林衡哲進行訪問時，他對皮斯頓交響曲的回憶依舊是

「現代」、「聽不懂」： 

我的座位是在中山堂的最後一排。上半場是貝多芬的第三號交

響曲，非常感動，好像靈魂會上天的感覺。下半場我很勇敢，

看到第一排有一個空位就去坐那裡，一到那個位子嚇一跳，旁

邊坐的是蔣緯國和他的夫人。跟那些大官坐在一起，蠻不舒服

的。下半場是皮斯頓的第六號交響曲，是現代音樂，我比較聽

不懂。(林衡哲，私人通訊，2023 年 3月 27日) 

作曲家荀貝格曾論及音樂的「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認為

它 實 際 上 源 自 於 「 更 進 一 步 的 熟 悉 感 」 (closer acquaintance) 

(Schoenberg, 1950: 104-105)。換言之，人們判斷一首音樂「聽得

懂」與否，往往與其聽覺經驗中對該曲之特徵或語法的熟悉程度有

關。以美國二十世紀的古典音樂為例，如皮斯頓的第六號交響曲，

在專業音樂學院的師生耳中不屬於激進的「現代音樂」，而是具調

性、旋律感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 作品，就像陳暾初所

說「聽來仍較易於為人接受」。然而，對多數習慣於十八、十九世

紀古典作品的一般愛樂者而言，這類二十世紀作品的語法仍相當陌

生，缺乏反覆聆聽所累積的「更進一步熟悉感」。從這個角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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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展計畫雖致力以當代美國古典音樂來代表美國文化，然對於古典

音樂愛樂者類型的聽眾來說，成效可能有限。 

林衡哲聽完這場音樂而撰寫的東海大學課堂報告〈波士頓交響

樂團聆賞記〉，對他來說有更深遠的意義。因同一堂課上，還有另

一位日後成為知名作家的學生──楊牧。第一次，林衡哲用這篇聆

聽音樂寫成的報告，獲得了一個比楊牧高的分數。這個經驗給了他

一個啟發，「原來我可以靠寫作音樂走出一條路」(林衡哲，私人通

訊，2023 年 3 月 27 日)。顯然，1960 年聆聽和書寫波士頓交響樂

團音樂會的經驗，是開啟他日後長期面對公眾從事撰寫、翻譯和出

版事業，甚至在國內外推廣臺灣作曲家的動力之一。 

三、美國駐臺軍官巴姆福斯 

與上述兩位在音樂專業機關任職和外文系學生愛樂者的角度

都不同，另一位參與了音樂會的美軍軍官巴姆福斯 (Edmund Elliott 

Balmforth) 從另外一個角度紀錄下當時的情況。巴姆福斯曾經歷過

二戰的歐洲戰場與韓戰。他從第一線戰場上退下來後的軍旅生涯一

直伴隨著學術研究。例如他在 1959 年於史丹佛大學獲得了亞洲歷

史領域碩士學位，同年派駐於臺北美國大使館，繼續在臺灣本地學

習語言和進行區域研究 (Balmforth, 1979: 474)。他在 1979 年完成

了一本博士論文〈戰國時期的中國軍事謀略家──孫臏〉(“A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ist of the Warring States: Sun Bin”)，足見他熱衷於

深入理解亞洲歷史文化和當代社會及政治情勢。巴姆福斯既非出

身亞洲亦非音樂專業背景，其所採取的觀察立場卻能貼近當時臺

灣的國際處境，這正是筆者認為其紀錄和評論之所以具有討論價

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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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姆福斯在音樂會結束後數週寫信給波士頓《星期日先驅報》

(Boston Sunday Herald)，該信最終在 5 月 29 日登出。登出的信中，

他自陳其內容不算最新的新聞報導，而是要補充波士頓交響樂團和

美國媒體對臺北音樂會報導的不足：「我相信，對於波士頓交響樂

團訪問這個相對孤立地區的重要性及其對當地知識分子和大眾的

影響，[美國] 人們的理解並未充分透過交響樂團目前的訪臺新聞稿

傳達出來」(Balmforth, 1960)。他在信中批評美國媒體對外派巡演

的音樂團體常常名不符實地吹捧成「世界聞名」(world famous)；對

此，他提出不一樣的論點，亦即，波士頓交響樂團的音樂會在臺北

這樣一個並非國際大都會的地方都能受到歡迎，才能證明樂團真正

是「世界聞名」。 

巴姆福斯登在報上信中的另一特別觀點，是他所舉出現場成功

演出的樂曲，既不是波士頓交響樂團本來擅長的歐洲作曲家如貝多

芬、白遼士的交響曲，也不是國家劇院音樂顧問小組為了宣傳「美

國代表性」的皮斯頓或是德洛喬約的管弦樂作品，而是，波士頓樂

團如何成功地演奏了中華民國國歌。這個成功是由一個擔憂所反差

地投射出來的： 

滿場的觀眾也果然沒有失望。當我聽說第一場音樂會將由中美

兩國國歌的演奏作為開場時，我有些擔心「三民主義」這首中

國國歌的呈現可能會不盡理想。這首曲子本身確實是一首非常

優美的音樂作品，但畢竟不像《馬賽曲》或其他著名國歌那樣

廣為人知，樂團恐怕也沒有太多機會能事先排練。然而，當觀

眾起立，查爾斯．孟治舉起指揮棒，第一個音符在空中飄揚時，

我們立刻明白，眼前這支樂團終於展現出能夠從這首動人的中

國國歌中，充分榨取其所有音樂性與情感性價值的實力。我太

太毫不掩飾地落淚了，我們的中國客人也一樣。(Balmforth,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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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姆福斯很敏銳地觀察到，中華民國國歌在世界上被聽過的機會，

遠遠不如傳統歐美大國之國歌。換句話說，國歌的知名度間也存在

著不對等的關係。國歌通常不是很難演奏的音樂，然波士頓交響樂

團在南韓政變之後才臨時改道臺灣，必然沒有時間先準備過。事實

上，波士頓交響樂團原本連樂譜都沒有，如同隨團的行政助理亨佩

爾 (Sarah Hempel) (1960) 所證實：「樂團成員之前從未見過中華

民國國歌」([2])。樂團最後在臺北音樂會中演奏的中華民國國歌管

弦樂譜，是 1954 年起駐臺灣的美軍顧問團的音樂顧問艾理生 

(Harold Lindsey Arison Jr.) (周世文，2020)，8 為了樂團來臺才臨

時做的管弦樂「特別改編」版本 (Arison & Arison, 1995: 15)；換

句話說，樂團是在抵達臺灣之後才有譜來排練這首國歌。這些匆促

完成的環節，顯然讓人在事件現場的巴姆福斯感到不安。當然，演

奏兩國國歌通常只是音樂會開場時行禮如儀的部分，艾理生的「特

別改編」在音樂會中也僅僅演奏了近 1 分 20 秒，9 完全不能算在

正式演出的曲目中。然而，若對照國家劇院音樂顧問小組曾「強烈

建議」樂團演奏接待國具代表性音樂以爭取當地好感的目標，則波

士頓交響樂團在演奏非正式曲目的國歌時，實際上已在無意之中回

應了該項建議，而達成其所設定的音樂外交任務。尤其對於有亞洲

歷史研究背景、又正在臺灣學習語言並服務於美國大使館的巴姆福

斯而言，他在此曲的演出中看見了鮮明的象徵性意義：波士頓交響

樂團演奏下的中華民國國歌，不僅標誌著樂團巡迴行程臨時由南韓

改至臺灣的結果，也見證了相關人員在面對重重困難之下，最終協

 
8 艾理生來臺灣雖然主要是協助訓練軍樂隊和改善相關音樂體系，但亦參與建立臺灣美

軍電臺 (一開始稱為 Armed Forces Radio Taiwan; AFRT，後改名 American Forces 

Network Taiwan; AFNT) 的工作，1955年電臺開播後擔任音樂指導和兼任電臺臺長。 
9 根據艾理生兒子Harold Lindsey Arison III 所寄給筆者之當年現場錄音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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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克服、促成演出得以實現的過程。這層意義讓他注意到，當樂聲

最終在舞臺上響起時，儘管只是一首短短的國歌，其所傳遞的已不

僅是舞臺上樂團所展現的純粹音樂性價值，更凝聚了眾多人員在幕

後為完成此一計畫外之行而付出的心力，交織出一種強烈的「情感

性價值」。這種混合了音樂與情感的多重價值，已足以使音樂會的

許多參與者在正式交響曲演出開始之前感動至落淚。樂團離境之

際，指揮孟治依然受到媒體包圍採訪 (圖 11)。「音樂專業性」和「美

國代表性」之外的「人的連結」，其所帶來的種種意外成效，或許

是美國文展計畫與波士頓交響樂團此行之初所未能完全預期的。 

 

 
Image Credit: Photograph by George N. Humphrey, courtesy of BSO Archives. 
資料來源：Humphrey (1960)。 

 

圖 11 樂團指揮孟治在離境時 

於「臺灣省警務處外國政府官員出境登記處」接受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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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結語：試論古典音樂作為「音樂美援」 

本文聚焦於 1960 年波士頓交響樂團在美國「文展計畫」支持

下訪問臺灣的歷史事件，結合「冷戰與音樂」研究的最新視角，透

過政府與民間檔案、報刊資料與訪談通訊，全面檢視這場音樂外交

行動的策劃機制、緊急應變、媒體呈現與聽眾反應。這些材料揭示

了：即便出發點源於對抗蘇聯的冷戰意圖，實際執行卻在多層協商

與即興調度中不斷調整、稀釋，產生超出原始意圖的多樣迴響。儘

管音樂會前《聯合報》以〈曾征服蘇俄的美國最著名樂團〉為題營

造所謂「自由陣營」的冷戰勝利感，但音樂會後報導與聽眾反應多

聚焦於音樂的技術與情感層面，對冷戰意涵語焉不詳。這種脫鉤恰

顯示出古典音樂作為抽象藝術，其審美經驗本身具有稀釋政治意

圖、激發自由想像的潛能。 

誠如文前所示，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臺音樂會的大量行政事務已

由美新處和臺灣本地的民間遠東音樂社所接手；在麥加錫的回函與

報告中也見到，這樣的音樂會無意間體現了經濟性「美援」欲達到

的目標。以這個基礎，本文在結語部分進一步討論，美國於冷戰期

間派遣至臺灣的古典音樂家以及其他進入臺灣的音樂資源，如何在

當事人的「受惠」感中，可被理解為一種更具文化意義的「音樂美

援」。 

以下兩位在二戰後成長和受教育的音樂家個人經驗，提供了重

要的啟發。作曲家賴德和 (1943 年生) 曾經回憶到他在就讀國立藝

術專科學校 (後簡稱「國立藝專」) 時期 (1964-1969)，副修巴松管 

(又稱「低音管」) 的情況： 

有趣的是那時我巴松管怎麼吹就是吹不好，恰巧遇到辛辛那提

交響樂團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來臺灣演出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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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會，於是我帶著樂器去參加，外籍團員看我吹得臉紅脖子

粗，檢查我的竹片後，發現竹片都沒有磨，於是將他們的竹片

送給我，結果一吹好輕鬆，原來我連竹片要磨薄都不懂。學校

管弦樂一週兩次，指揮蕭滋選曲是以古典樂派的海頓、莫札特、

貝多芬等作品為主，使我在古典作品的學習獲益良多。(轉引

自顏綠芬，2022: 49) 

賴德和所提到之辛辛那提交響樂團，在 1966 年 9 月 16 日到 20 日

間曾在臺灣進行訪問。不像波士頓交響樂團那樣行程意外且匆匆，

辛辛那提樂團的訪臺除了音樂會外，還安排了行程給予音樂科系學

生授課。這裡讓人驚訝的是，身為一位音樂科系的學生，即使是副

修巴松管，賴德和居然沒有在國立藝專學到真正對待巴松管樂器應

有的基礎知識，反而是從一位臨時來到臺灣的美國樂手身上才學到

的。賴德和在以上的回憶中還提到，「學校沒有老師會演奏巴松管」

(轉引自顏綠芬，2022: 49)，可見，戰後臺灣的古典音樂資源和師資

極為匱乏，尤其和美國相比處於一種「不對等」關係中弱勢的一方。

就連賴德和提到受益良多的來源蕭滋 (Robert Scholz)，也是生於奧

地利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霾而在 1938 年逃往美國，並於 1963

年透過美國國務院的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 (Fulbright Program)，才

來到臺灣執教 (彭聖錦，2003: 52)。美國支持的交換計畫結束後，

蕭滋繼續留在臺灣執教直到 1986 年在臺北離世。這位奧裔美國人

在臺灣期間的教學貢獻廣被認可，不但有關於他的專書與紀念文集

出版，他的生平也被收錄在「臺灣音樂群像」網站上。 

另一個例子是同時期在國立藝專就學的作曲家温隆信 (1944

年生)。他直接將這些來自美國的音樂資源比喻為「美援」的一部分： 

那時在臺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資源是「美援」。「美援」除了

麵粉之外，還有文化上的助益，我本身就是一個受益者。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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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會派國際級的音樂家來，如茱莉亞弦樂四重奏 

(Juilliard Quartet)、辛辛那提交響樂團的指揮、波士頓交響樂

團，約翰笙博士 (Dr. Thor Johnson) 也來過。這些資源對我

們非常重要，雖然來的時間很短，但是給我們很多新的觀念，

影響的不只是在表演上，還有曲子的詮釋等等。指揮家們來時，

就會來帶領我們的樂團，他們帶來的觀念、樂譜，無形中影響

我很多。可以說，我從十四歲起，就開始受益於這些來到臺灣

的美國資源。(連憲升等人，2023: 120) 

這種「音樂美援」也涵蓋物資層面，例如 1961 年臺北美新處副文

化官麥金利將美國麻州馬佐卡音樂學校  (Mazzocca School of 

Music) 捐贈的一批樂器轉交給「中國青年管弦樂團」(China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圖 12)。 

當然，這些來到臺灣的美國樂團和樂器，並不屬於 1951 至 1965

年間為穩定和促進臺灣經濟的「美援」範圍 (趙既昌，1985: 7)。值

得注意的是，其實這筆經濟性「美援」也包含教育計畫的面向，其

中僅有極少部分跟藝術有關。例如在 1961 到 1963 年間，這筆經濟

「美援」曾給予國立藝專援款共 50 萬元新臺幣，占「美援」歷年教

育計畫相對基金所有援款的 0.07% (190)。與此相比，文展計畫或

是其他的計畫例如美國專家計畫，歷年所投入的人員和資源，為臺

灣古典音樂圈帶來的藝術性、教育性或甚至是經濟面上的刺激，的

確可以說是另一種比經濟性「美援」更加寬裕的援助渠道，值得在

未來做更全面的研究。 

以上臺灣古典音樂家之親身回憶，結合本文對波士頓交響樂團

訪臺的歷史分析，共同指出：雖然古典音樂長期以來被視為源自歐

洲的傳統，但在戰後冷戰初期的一段時間內，這一傳統曾透過美國

冷戰文化外交的路徑，實質地進入臺灣社會，並嘉惠了在地的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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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redit: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資料來源：McGinley (1961)。 

 

圖 12 美國麻州馬佐卡音樂學校捐贈樂器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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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子。10 對當時多數缺乏條件親赴「西方」的臺灣人而言，這些 

由美國國務院派遣、親身來臺演出與授課的歐洲與美國音樂家，構

成了一次難得的、面對面的文化接觸經驗。其影響不僅止於技藝與

知識的傳遞，更啟動並更新了臺灣人對「西方」與古典音樂的文化

想像；這正是「人的連結」所能產生的最直接效果。 

正如克里弗德 (James Clifford) (1997: 3) 所指出的，「旅行」

可被理解為一組日益複雜的經驗範疇，並由跨越與互動的實踐所構

成，因此動搖了許多關於文化的常見在地論 (localism) 假設。同樣

地，巡迴中的美國音樂家在旅程中形成多重又直接的「人的連結」，

加上被受訪群體具體感知到的「受惠」經驗，使冷戰時期進出臺灣

的音樂資源，難以被簡化為「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 

的純然單向滲透。尤其在條件不對等的現實被清楚認知並加以釐清

的情況下，此一交流更顯示出其複雜性。 

本文主張，若將這些混合了制度性操作與偶發性遭遇的文化資

源和人物反應，理解為一種未被正式命名、卻實際運作中的「音樂

美援」；那麼，臺灣戰後古典音樂文化和生態的形成，便不再只是

歐洲傳統的直接延伸，也不僅是美國文化輸出的被動結果，而是一

個在冷戰全球結構中，透過具體政治社會需求、人際互動與地方實

踐所共同生產出的歷史過程。由此所展開的，不僅是一幅美國與歐

 
10 值得跟本研究做一個對比的是，柏林愛樂於 1957、1966、1970、1973、1977、1979

與 1981年間多次訪問日本，卻從未有一次順道來臺。直到 1987年，柏林愛樂規劃前

往日本與蘇聯的巡演時，蘇聯的場次被西德的波昂政府臨時下令取消，才考慮轉到臺

灣於剛落成的兩廳院演出。可惜的是，替柏林愛樂向臺灣居中接洽的人向臺灣索價過

高，使得樂團最後未能成行。這個談判破裂的事件在當時的西德國內媒體間釀成醜聞

報導，日後還被寫入柏林愛樂指揮卡拉揚的傳記中成為獨立一章〈臺灣風波〉(“Trouble 

over Taiwan”) (Osborne, 1998: 710-718)。從這個例子可見，冷戰時期的美國政府比

西德政府更重視在臺灣和世界各地推廣、培育或是「援助」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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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古典音樂及其知識體系在臺灣交織運作的音樂文化圖景，也指向

冷戰與文化研究領域中，臺灣乃至東亞的音樂史和文化史書寫仍有

待深入開拓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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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s April 1960 

Cold War-era visit to Taiwan, supported by the U.S. Cultural 

Presentation Program, as a case study in the operations of that program, 

the crisis-response capacity of the American and Taiwanese 

governments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wake of South Korea’s April 

Revolution, the diverse individual reactions and subsequent initiatives 

of audiences, and the lasting impact of the Taipei concerts on Taiwanese 

society. Drawing on the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of Cold War and 

music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zes extensive archival documents, 

newspaper reports, repertoire selection, and audience responses, 

mapping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of information and human 

connections. Using Taiwan as a case study, it argues that the dispatch 

of classical musicians and the provision of classical music resources by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ld War can itself be understood as a 

form of American “musical aid.” Recognizing this dimension of musical 

aid not only complicates prevailing accounts of the origins and 

influence of classical music in Taiwan,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a broader 

rethinking of cultural production within the Cold War framework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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